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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論之發展在面對 1980 年代

的西方民主國家出現解釋困境，但對於非民主、封閉的中共政體卻仍有著高度適

用性──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每五年換屆為一輪之固定循環現象。惟，該理論過

度將央地政治菁英分割為兩個獨立群體，忽略央地政治菁英間非正式政治關係的

影響，以致無法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緊縮年為何能有高經濟發展之特例地區存

在。 

本文結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錦標賽與政治關係等理論，以 1992-2011

年之景氣循環緊縮年（1994、1999、2004、2009）為觀察對象，分析政治局常委

與省（市）委書記間之非正式政治關係對於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的影響。迴歸

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央地領導人間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存在與否與強烈程度，對於

當地 GDP 成長率之表現具有高度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此外，透過相關性分析與迴歸模型亦發現，政治局常委對有非正式政治關係

之省（市）委書記會另外給予經濟支援，且支援手段會隨常委換屆有所不同，例

如江澤民傾向使用中央貸款、胡錦濤使用專項支出支援地方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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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中國經濟如何能夠在改革開放後，取得三十多年經濟持續高度成長，始終是

學術界相當有興趣的討論議題，討論議題像是──經濟成長的動力究竟來自於政

府力量主導，還是市場力量驅動；又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有自己的特

色，抑或只是西方資本主義模式。1無論政府或市場力量，學界普遍認同地方政

府及其發展策略對於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具有重大影響。 

有關地方政府影響中國整體經濟表現的理論，Jean C. Oi 提出地方政府公司

化（the local state corporatism）2觀點，認為改革開放過程中，地方政治菁英因為

個人仕途發展掌握在上級政治菁英手中，以及地方政府財政獨立，面對中央以經

濟發展為主要政績目標驅使下，地方政治菁英選擇迎合中央主要政策目標，以獲

得個人升遷機會。3
 

Oi 的理論可以進一步分別從政治與經濟面解釋，在政治上，周黎安的「政

治錦標賽模式」（political tournament model）分析上級政府以國內生產總值成長

率（GDP growth）作為考核下級官員績效、升遷的標準，造成地方官員也以地方

                                                      
1
 有關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相關討論，可參考 Jashua C. Ramo,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May 2004),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Wei Pan,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October 2007), http://fpc.org.uk/fsblob/888.pdf; Barry Naughton,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 65 

(2010), pp. 437~60; Scott Kennedy. 2010.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 No. 65 (2010), pp. 461~77. 
2
 有關“the local state corporatism”有各種不同的翻譯，如：地方（國家）統合主義、地方〈國家〉

法團主義等。 
3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October 1992）, pp. 99~126; Andrew G.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September 1995）, pp. 26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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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中央─地方」菁英互動模式；4經濟上，市場保護型聯

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5認為，中央對地方的放權讓利、提高地方

政府自主性，將使其擁有地方自己的經濟利益、進而使其更為積極的發展地方經

濟，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6
 

中央透過政治發展機會動機誘因配合地方既有財政條件追求經濟發展所形

成之菁英互動理論模型，雖能點出地方政府為驅動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高速成長

之角色輕重，卻過於重視地方政府自主性，無法進一步解釋，為何中國經濟存在

每五年一次的循環，為何中央政府需要對經濟進行調控，而非持續高度激勵地方

政府發展經濟。 

對此，發展適用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PBC）理論，因著墨在中央領導菁英在定期政治事件中進行的個人政治機

會與政治成本的抉擇上，反能解釋宏觀層次中的經濟定期循環現象。 

中國這類的非民主國家，雖不像西方因有定期的民主選舉造成經濟循環結果，

但中央領導人的更迭，卻同樣出現景氣定期循環。早期的研究如 Valerie Jane 

Bunce 觀察出冷戰時期的共產國家，經濟景氣會隨著第一書記（黨委書記）的替

換而起伏。7
1977 年後的中國恢復每五年固定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經濟景氣循環開始穩定以五年一輪出現──換屆後一年經濟高速成長、再走向衰

退、趨緩。8隨著政治輪替的制度化，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的互動更趨穩定，政

                                                      
4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經濟研究（北京），第 6 期（2004 年 6 月），

頁 33~40；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第 7 期（2007 

年 7 月），頁 36~50。 
5
 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5（December 1998）, pp. 1143~1162. 
6
 Justin Yifu Lin and Zhiqiang Li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Vol. 49, No. 1(October 2000), pp. 1~21; Hehui Jin,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9-10(September 2005), pp. 1719~1742. 
7
 Valerie J. Bunce,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Soviet Republ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1, No. 4 (July 1979), pp. 379~401;Valerie Jane Bunce, “The Succession Connection: 

Policy Cycl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74, No.4 (December 1980), pp. 966~977. 
8
 胡鞍鋼，「中國經濟波動報告」，中外管理導報（北京），第 2 期（1995 年），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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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也愈加明顯。9
  

總得來說，中國經濟發展不僅是建立在中央政府創設下的政策環境，並由地

方政府做為具高度自主性的發展主體，也建立在中央與地方兩者間的互動關係上，

進而出現隨中央領導輪替定期變動的經濟定期循環現象。過去理論過於重視宏觀

層次的經濟循環現象，且認為中央與地方為兩組內部具高度同質性群體，然中國

政治菁英事實並非鐵板一塊，這樣的事實對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也必然造成影

響。 

尤其到了 1992 年第三代接班人江澤民在第十四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正式取

得完整的統治權，正式宣告強人政治時代結束、領導繼承的制度化開始後，中央

與地方政治菁英間的討價還價、互惠支持的互動隨之熱絡。直至 2011 年止，中

國恰巧經歷完整兩位總書記、二十年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時期。不但能夠觀察清

楚在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的菁英互動情形，還可以觀察出不同領導人治理的差異

性。 

本研究希冀由 1992 到 2011 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角度切入，由微觀

層次重新解讀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互動關係，重新思考政治經濟景氣循環在中國

的適用性。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指的是一國的經濟景氣會隨著政治環境定期性事

件，如選舉等，出現週期性的循環變動現象。該理論原始於對西方民主國家經濟

景氣循環觀察所得，其發現在每屆選舉中，既有執政者為尋求連任、維持個人及

                                                      
9
 陶儀芬，「政治權力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行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年 5、6 月），頁 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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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地位的穩固，會透過各種政策影響經濟景氣並進而影響選民投票偏好。 

政治事件影響經濟景氣的現象，同樣出現在非民主的共產國家，又因這類國

家面對更不成熟的政黨政治、金融市場體制、以及文官中立制度環境，致使現任

執政者更容易、也必須為了鞏固個人及派系、政黨政治地位穩固等因素，而選擇

操縱經濟政策，經濟定期循環現象相較民主國家來的更加明顯。10
 

無論民主或共產國家雖同樣具有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但兩者在經濟起落

點上有所不同，共產主義國家傾向在領導繼承（leadership succession）之後，才

出現中央政治菁英透過經濟政策影響經濟表現來鞏固權力。11關鍵原因是中央領

導人的繼承並非是建立在民主選舉，而是派系協商的結果，也因此，透過派系協

商獲得統治地位的中央領導人，無法擁有地方領導菁英的實際支持；再加上派系

的影響，中央領導人更無法具有對地方政治菁英的當然掌控權。 

而縱使在人事制度面上，中央領導具有對地方領導菁英的升遷考核權，但在

實際運作上，繼任初期中央領導人仍必須開放地方大力、自主發展經濟。地方必

須衝高政績表現，才能獲得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中央領導人未來也才得以推動各

種重大政策措施，這樣的互動關係即是 Shirk 所提出的「互惠式課責」（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理論。12
 

之所以需要給予地方大力、自主發展經濟，在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央政府，將

GDP 表現作為考評地方政治菁英能否獲得升遷之重要指標，地方政治菁英便以

追求 GDP 高成長為重要執政目標。13不過地方領導菁英追求 GDP 發展的方式，

                                                      
10

 陶儀芬，「政治權力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行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頁 77~101。 
11

 Valerie JaneBunce,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Soviet Republics,” pp. 

379~401;Valerie Jane Bunce, “The Succession Connection: Policy Cycl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pp. 966~977. 
12

 陶儀芬，「政治權力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行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頁 77~101；Philip G.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6~93;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82~86. 
13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頁 33~40；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

標賽模式研究」，頁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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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訴諸於大量、氾濫的基礎設施建設上，14產生重複投資浪費、通貨膨脹等負

面效果，最後反而給中央領導人帶來治理上的成本，迫使其出手緊縮地方經濟持

續成長。進而使經濟景氣隨著每五年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出現固

定循環現象。 

有關中央與地方領導菁英隨著領導繼承時，中央對地方領導精英經濟發展之

收放，使經濟出現循環現象，學者觀察出中國的經濟景氣榮景會在中央領導人換

屆後一到兩年內，此時中央政府會放手讓地方發展經濟，滿足地方政治菁英的需

求，以鞏固中央的政治地位；隨著象徵中央領導人政治權力穩固的三中全會召開

後，中央開始緊縮地方經濟，避免面臨經濟過熱的政治成本，威脅中央統治地位。

15
 

而「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雖能從宏觀層次解釋中國的經濟景氣循環現

象，但就微觀上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如何互動以帶動或緊縮地方經濟成長卻甚少

著墨；在這樣的情況下，更難以解釋為何存在少數特例、不受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影響的省市。此外，中國地方領導多，若大家都有相同的利益，將帶來極高的成

本，且地方菁英在大家獲利皆相同情況下，是否還會有足夠動機去支持新任領導

人。 

簡言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是否能適用於中國？有兩個疑問，第一，對

中央領導人來說，為了鞏固個人政治地位放寬經濟發展之「人人有獎」政治行為，

所產生的政治成本過於龐大，中央領導人實際上僅需鞏固自己派系及以外的部分

人就可以獲得足夠支持，實在不需要給予所有人通通有獎；第二，既然升遷考核

中 GDP 為重中之重，那中央領導人是否還要緊縮屬於自己派系的地方領導菁英

之省市經濟發展，進而對自己派系的人馬升遷造成威脅？ 

為補足理論上所不能解釋之處，本文透過微觀層次對中央與地方領導菁英互

                                                      
14

 張軍、高遠、傅勇、張弘，「中國為什麼擁有了良好的基礎設施？」，經濟研究（北京），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4~19；王世磊、張軍，「中國地方官員為什麼要改善基礎設施？」，經

濟學季刊（北京），第 7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383~398。 
15

 陶儀芬，「政治權力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行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頁 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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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之觀察，嘗試結合政治經濟景氣、政治菁英理論與晉升激勵模型等理論，

重新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據以回答為何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景

氣循環之緊縮年中，仍存在少數不受影響、維持高度發展的省市？而這些省市之

所以能維持高發展，是否是因為其地方省（市）委書記與中央政治局常委間有特

殊的政治關係？中央政治局常委又透過哪些管道支持屬於自己派系的地方省（市）

委書記發展地方經濟？ 

 

第三節 限制與章節安排 

 

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可分為三部分，主要影響在於無法完整建構中國中央與地

方整體菁英互動關係的全貌。首先，在研究方法上，面臨資料蒐集困難情形，以

至於難以建構完整的互動關係與模式；其次，地方 GDP 的表現，可能還受到國

外經濟大環境影響，且中國各地的 GDP 成長本來就因為地區本身發展差異而有

先天上的不同；最後，中央近年來不斷在調整地方領導的考核機制，GDP 成長

率當作升遷標準的重要性受到影響，可能影響建立完整菁英間特殊政治關係圖

像。 

為解決研究上的限制，有關資料蒐集部分，因屬於結構缺陷，僅能依靠更為

廣泛的蒐集、查閱文獻，並進行更謹慎地剖析推論，盡可能縮小資料問題造成的

偏誤；GDP 成長率受國內外非政治因素衝擊的部分，則藉由各類資料的蒐集，

理解各地於各時期的發展背景，加入考量不同時期不同地方領導的差異性，增加

推論的合理性；而 GDP 對於官員考核績效重要性的變動上，雖然傳統 GDP 不斷

受到批評，但仍未被完全取代，不過考量到可能的影響，將納入中央每年的全國

GDP 成長率標準作參考，並擴大特例的選取，再將特例加以分類，以釐清何種

程度的 GDP 成長率，最可能與中央具特殊的政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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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安排 

 

基於上述研究主旨與目的，本研究共有五章，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目的與研究限制等。 

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對話。分別由「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激勵模型」

以及「政治關係理論」三類不同理論加以著手，透過理論的相互對話，

嘗試組織出不同的觀察視野，完整現有理論的研究圖像。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提出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與研究設計及研究架構。 

第四章 實證分析。包含兩節，第一節為「緊縮年地方經濟表件」。整理 1993

到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鑑，重新檢驗中國政治經濟循環之緊縮年時的政治，

地方與中央領導菁英的政治關係，分辨其中經濟仍維持高成長的特例省（市

區），其地方領導書記是否與中央領導人有特殊政治關係。第二節為「中央

與地方政治菁英互動關係」，從更微觀層次著手，進一步分析分析中央是否

給予支援，致使該地獲得較好的發展利基。 

第五章 結論。提出對經驗研究的發現，並對理論觀點進行總結，更對於研究限

制進行探討，最後指出未來在此議題可繼續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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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對話 

 

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因忽略了中央、地方領導菁英間的微觀互動模式

對整體循環的影響，過度切割中央與地方為兩個具有內部同質性的菁英團體，而

無法解釋經濟循環中的特例者，無法完整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狀。 

要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過程中所存在的特例，必須先從政治菁英升遷機制

相關理論著手。中共地方政治菁英升遷機制理論，主要分為「派系途徑」與「政

績途徑」兩大方向。前者屬非理性、不明確升遷方式，由具有升遷決定權的中央

政治菁英，以其個人與地方政治菁英的是否具有特殊政治關係，決定地方政治菁

英的政治升遷道路；後者屬理性、明確升遷方式，以統一、公平的考評機制，讓

表現良好的地方政治菁英獲得升遷。 

筆者認為對中國實際狀況而言，兩套各屬不同路徑的升遷理論看似對立，卻

共同影響地方政治菁英的升遷，若能將兩套理論結合，即可從微觀層次來解釋中

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為何存有特例者的狀況。 

以下筆者先分別討論「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激勵」與「非正式政治關

係」三塊理論模型，再合併以解釋中國整體實際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狀。 

 

第一節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上對下的需求 

 

19 世紀中葉學者就已觀察到定期政治事件會使經濟景氣產生循環現象，不

過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進入系統性研究時期，則在 1975 年 Nordhaus 提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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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派政治景氣循環理論」（Opportunistic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之後。16
 

 

一、 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 

(一) 1980 年代以前的觀察 

James E.Alt 與 K. Alec Chrystal 整理政治經濟景氣理論各學派，認為政治經

濟景氣循環會符合三項基本條件：17
 

(1) 當權者的目標在於贏得選舉，為贏得選舉，會採取極大化選票的方式。 

(2) 其中，經濟景氣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具有決定性影響。 

(3) 故，當權者會操縱經濟以增加其勝選機率。 

當權者如何操縱政策，分成兩派由不同角度解釋，但共同以「菲力普曲線18」

（Phillips Curve）為判讀指標。第一派為「投機派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認

為當權者為延續政治地位，傾向在選前推出擴張政策，以使景氣繁榮、失業率下

降，爭取更多支持選票；選後，通膨率因為選前的擴張政策而上升，產生政治壓

力，而開始推行緊縮政策緊縮經濟，導致失業率開始上升。形成選前景氣蓬勃、

選後蕭條的週期性循環現象。19
 

另一派的「黨性派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artis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從微觀層次的選民偏好著手，認為不同類型的政黨會推出相異的政策

來服務選民。該派學者雖同意選民是理性且自利的，不過選民偏好並非一致，不

同階層的選民有自己的利益偏好，會影響他對執政者政策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投

                                                      
16

 王鼎銘、詹富堯，「台灣地方財政的政治景氣循環分析：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型的估算比較」，

台灣政治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63~100；王鼎銘，「政治與經濟間的交錯：

政治景氣循環理論的發展評析」，公共行政學報，第 20 期（2006 年 9 月），頁 161~172。 
17

 James E.Alt and K. Alec Chrystal,Political Economics(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104. 
18

 該曲線說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存在對立關係──經濟繁榮時期，失業率低但通膨率高；反

之在蕭條時期，失業率高則通膨率低。 
19

 William D. Nordhau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42, No.2 

(April 1975),pp.16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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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行為。金字塔上層的選民偏好政府推出低通膨的政策，中低階層的選民則偏好

改善失業率的政策。易言之，前者是屬右派政黨執政，其政策會重視通膨的打擊；

後者則屬左派重視改善失業問題。20
 

兩派的矛盾在於選民偏好是否一致，這卻點出彼此的理論缺陷所在─先是投

機派假設將選民偏好設為一致，認為光憑選前短期的政策就可以影響選民的投票

行為等，無法解釋為何選舉時為何政府推出短期政策仍敗選的情形。其次，黨性

派無法解釋以上層菁英支持的右派政黨，可以在支持選民較少的情況下促成右派

執政？ 

 

(二) 1980 年代後的觀察 

除了傳統理論既存的矛盾外，1980 年代西方國家出現「停滯性通貨膨脹」

（stagflation）面臨理論無法適用現實發展的狀況。此一時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

同時處於高處，不符合理論預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會呈現相反之假設。這對植

基於「菲力普曲線」的傳統投機派與黨性派理論，產生重大挑戰。 

學者開始認為僅觀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無法完整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現象，一方面因為政策執行與實際結果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另一方面自由市

場亦會干擾景氣的變動，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的觀察指標轉為經濟政策與預算的波

動、循環。21
 

另一個傳統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基礎「人皆理性」，同樣受到質疑，但這

反而促使學者重新討論、定義「理性」，補充原先理論的缺漏。 

                                                      
20

 Douglas A. Hibbs, Jr.,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4 (December 1977),pp.1467~1487. 
21

 預算指標部分可參考 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New Versus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pp.1271~1295; 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pp.2203~2220；經濟政策指標部分可參考 T. Persson and G. Tabellini,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onstitutions: What do the data say?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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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Rogoff 提出「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觀點，人因為理性，

能對整體、長期的經濟景氣變化進行預測，不會依據短時間的政策變動做出錯誤

的選擇企業家並不會因為政府短期的政策變動，就增加員工的雇用率；「理性」

選民因擁有完全充分的資訊，可以預測未來發展。所以選民的投票行為應當是未

來取向（forward-looking），而非過去取向（backward-looking）。22
 不過，就新制

度主義觀點認為執政者仍可用經濟政策影響影響選民「理性預期」的判斷結果。

人雖然是理性的，但交易過程中仍存有暫時性「資訊不對稱」，導致選民無法以

真正完全理性方式判斷執政者未來政策取向。23
 

其他學者從「理性執政者」角度切入，認為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不會規律出現

在每次選舉中，因為對於理性執政者來說選前政策會對未來執政造成影響，當權

者會同時考慮「政治成本」與「政治安全度」，若政治成本高且政治安全度低，

當權者傾向不操縱經濟；反之，當政治成本低且政治安全度高時，當權者才會操

縱經濟尋求連任。24
 

 

(三) 非民主國家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 

解釋西方經濟循環的理論工具，1980 年代後卻因西方現實發展，出現理論

無法解釋的情況。而新興民主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相較西方民主國家無論在政治

輪替制度化、民主化或經濟發展等皆處不成熟，反倒更能適用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理論，因此逐漸成為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學者的主要研究對象。 

Adi Brender與 d Allan Drazen發現新興民主國家執政者同樣傾向選前推行擴

張性政策，且在越不成熟的民主國家，政治操作經濟的現象更為明顯。25
 Min Shi 

                                                      
22

 K. Rogoff, “Equilibrium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1 

(March 1990), pp.21~36. 
23

 Alberto Alesina,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a Two-Party System as a Repeated Gam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2, No.3 (August 1987), pp.651~678. 
24

 Kenneth A. Schultz,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25(January 1995), pp.79-99. 
25

 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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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Jakob Svensson 從政治預算著手，觀察到開發中國家的預算循環變動幅度大於

已開發國家，其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不足以約束當權者尋租行為。26
 Verena Kroth

研究顯示中央執政者會透過補助金制度、政府間轉移支付等財政支持，影響地方

選舉的結果，以利中央執政者的政權穩定。27
 

非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相對民主國家在制度與民主政治文化更加不成

熟，當權者與選民間資訊不對稱現象更為嚴重，給與當權者更多機會操縱政策工

具；此外，選民因缺乏民主觀念，對於當權者提供利益也存有期待性。 

 

(四) 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 

非民主的中國因不具有政黨政治、及成熟的金融市場體制與文官中立制度環

境，導致中央領導人更能夠影響經濟表現，再加上中國定期的領導繼承出現，而

使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更為明顯。 

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可從週期成因上分為「黨代表大會週期」、「派

系鬥爭週期」、與「晉升體制週期」等三個學派。 

「黨代表大會週期」為胡鞍鋼所提出，其認為定期的黨代表大會，會使中央

產生的「政治動員衝擊」和「政治命令衝擊」，而出現定期的經濟循環現象。其

中，「政治動員衝擊」是指歷屆的黨代表大會，因具有政治動員功能，從新任領

導人、新政策目標、新經濟計畫的產生，產生整體政治菁英共同追求經濟成長的

狀況。又因過度追求導致經濟過熱，促使中央採取緊縮、嚴格控制信貸放款等「政

治命令衝擊」之措施，讓經濟恢復穩定。此一收放之循環過程，形成中國政治經

濟景氣循環現象。28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pp.2203~2220.  

26
 Min Shi and Jakob Svensson,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Developed andDeveloping Countries,”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002).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202.8595&rep=rep1&type=pdf。 
27

 Verena Kroth,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a Dominant Party 

Framewor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6 (November 2012), pp.1~51. 
28

 胡鞍鋼，「中國經濟波動報告」，中外管理導報（北京），第 2 期（1995 年），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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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ll Dittmer 與 Yu-Shan Wu 則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的變動，解讀為「派

系鬥爭」的結果。29而此一經濟循環隨著政治制度化、中共逐步脫離派系鬥爭，

及中央對經濟、金融、財政等體制進行改革後，宣告終止。30但之後的學者卻發

現，經濟循環週期，並未隨著政治、經濟、金融等之制度化改革而結束，經濟景

氣循環不僅繼續存在且波動差距更加穩定，大約是 4.2 年一個波動。31顯示政治

經濟景氣循環已經成為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彼此的博弈之固定互動模式，形成中

國經濟景氣的常態現象。 

相較於關注中央菁英主動運作的「黨代表大會週期」與「政治鬥爭週期」循

環模式，「晉升體制週期」則關注在兩者互動情形，其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

以及地方政治菁英受到中央菁英「政府控制收益」，所形成地方菁英積極發展經

濟的關鍵。32
 

地方菁英如何影響政治經濟景氣？學者認為可從地方政府投資氾濫著手。地

方官員受「貪污腐敗」、「政治晉升」與「財稅收入」三者因素影響，其中「官員

貪污腐敗」與投資過熱的影響因素更為顯著。不過，相較於地方二把手，一把手

採取的投資行為與其政治升遷具高度相關度。33其中又以固定資產投資具有高度

影響，下級官員為尋求升遷，甚至採取違規引資，學者認為這是經濟繁榮的重要

因素。34中央雖能透過行政查處來遏止投資過熱，但面臨「力道過輕」或「硬著

路」的兩難。35有趣的是，近幾年數據顯示經濟景氣隨雖仍維持定期循環但擺動

                                                      
29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y, 1995), pp.467~494. 
30

 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177~210。 
31

 高素英、王競、金浩，「我國經濟波動週期的測算與檢驗」，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4 年），頁 119~124。 
32

 劉瑞明，「晉升激勵、宏觀調控與經濟週期：一個政治經濟學框架」，南開經濟研究（天津），

第 5 期（2007 年 5 月），頁 19~31。 
33

 李猛、沈坤榮，「地方政府行為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北京），第 12 期（2010

年），頁 35~47。 
34

 郭慶旺、趙旭傑，「地方政府投資競爭與經濟週期波動」，世界經濟（北京），第 5 期（2012 年），

第 3~21 頁。 
35

 郭慶旺、賈慶雪，「地方政府行為、投資衝動與宏觀經濟穩定」，管理世界（北京），第 5 期（2006

年），頁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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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已趨緩，一個可能是中共中央使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已經有一定之成熟；

36另一個可能是市場化已高於政治體制上的影響，顯示經濟受政治因素影響的程

度正在減弱，市場力量上升。37
 

總結來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雖然逐漸受到市場景氣的影響，但每一

次換屆，仍存有固定的經濟景氣循環現象，而這樣的循環現象是受到中央與地方

政治菁英互動結果所致，但為何出現差異性，將透過以下文獻進行討論。 

 

第二節 晉升錦標賽和政治關係理論 

一、 晉升激勵模型：下對上的需求 

討論為何省級領導菁英選擇發展經濟，須從到地方官員的激勵因素出發，判

別究竟是理性、明確的 GDP 考核指標勝出；還是非理性、非顯性的政治派系關

係；抑或兩者可以交疊討論。 

Victor Shih、Christopher Adolph 及 Migxing Liu 觀察認為「政治關係對升遷

的影響高於政績表現」。不過，該篇研究觀察 1982 年到 2002 年，涵蓋可能受姓

社姓資爭議、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等政治事件會使政治關係對個人政績表現

有較高的影響。此外，該研究也可看出，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政績的影響持

續、快速上升，可以推論隨著中國經濟改革方向確定，經濟發展指標的重要性隨

的之提升。38簡言之，對地方官員來說，是否要積極發展地方經濟的動機來自於

具人事決定權之中央其對仕途升遷的標準。 

周黎安則認為地方官員的「政績表現才是升遷的標準」。從過去大躍進時期

即可看出，中國的行政治理建立在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政績考核，以及下級政

                                                      
36

 高素英、王競、金浩，「我國經濟波動週期的測算與檢驗」，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4 年），頁 119~124。 
37

 李勇，「體制性波動、市場性波動與經濟週期」，南方經濟（廣東），第 7 期（2010 年），頁 72~82。 
38

 Victor Shih, Christopher Adolph & Migxing Liu,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pp.16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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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彼此的競爭上，兩相交疊影響下造成指標層層加碼。改革開放以來，具有可衡

量且客觀競賽標準的「GDP 成長率」，也始終是中央共同認可的「晉升錦標賽」

關鍵考核指標，也間接佐證地方政府確實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力。39

此派學者同時發現地方官員爭取 GDP 成長的方式，是採取風險最低效益最高的

基礎設施建設，此法確實提高地方官員的升遷機會。40
 

但從宏觀、長期面來看，地方以此種發展方式相互攀比的結果，地方政府為

了追求 GDP 的成長，往往重複建設、爭搶原物料，形成資源的浪費與配置無效

率等負面影響，甚至成為地方官員貪污、尋租（Rent-seeking）等作為之溫床，

對中央的治理形成壓力。41對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或是統治權的穩定，都造

成威脅。 

有鑑於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不只一次提出，要以綠色 GDP 取代傳統 GDP

作為考核官員的績效指標，卻在 2007 年以缺乏國際公認為由終止。42顯示對中

國中央政府來說，具高度可衡量性與明確性之傳統 GDP 仍難以被其他指標所取

代，傳統 GDP 指標仍是幹部升遷的重要指標。一份橫跨 10 年（2000-2009）的

調查報告同樣揭示，縱然 GDP 的負面效益中央已經有所體悟，但地方官員的晉

升考核標準，仍未被撼動。若能比前一任官員有更好的 GDP 成長將能有更好的

升遷機會，相反的，若過於重視環保，反而造成升遷困難。43
 

                                                      
39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複建設問題長期

存在的原因」，經濟研究（北京），第 7 期（2007 年），頁 36~50；不過一場好的錦標賽有五個

技術前提─上級人事權力是集中的、存在可衡量且客觀的競賽標準、參賽官員的成績是可分離

且可比較的、官員的努力可創造好的成績並能贏得比賽、官員間不易形成同謀。就中國來說，

其人事權集中、成績可比較且可被創造，再加上中國五級政府結構與封閉的「內部勞動市場」

等，皆促成內部官員競相攀比成績的積極性，詳見張軍、周黎安編，為增長而競爭─中國增長

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67~172、頁 329~331。 
40

 王世磊、張軍，「中國地方官員為什麼要改善基礎設施？─一個關於官員激勵機制的模型」，經

濟學（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08 年 1 月），頁 383~393；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

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複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頁 33~40。 
41

 沈立人、戴園晨，「我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經濟研究（北京），第 3 期（1990 

年 3 月），頁 12~19；銀溫泉、才婉如，「我國地方市場分割的成因和對策」，經濟研究（北京），

第 6 期（2001 年 6 月），頁 3~12。 
42

 紐約時報中文網，「重視環保的官員因和升遷難？」，2013 年 4 月 15 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415/cc15wangqiang/。 
43

 Jing Wu, Yongheng Deng and Jun Huang,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NBER Working Papers(February 2013), http://www.nber.org/papers/w1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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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傳統 GDP 仍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員的重要指

標，縱使新上任領導人嘗試提出新指標加以取代，但實際發展的結果傳統 GDP

仍是地方官員升遷的關鍵指標，經濟發展成為晉升的關鍵。 

 

二、 派系與政治關係：非顯性的互動關係 

實際運作上，地方官員的升遷競賽，並不像制度設計的如此公平：首先，該

制度忽略各地先天差異以及中央政策的影響，升遷標準統一存在困難；其次，該

制度是生長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上，受到菁英分裂、彼此互動等情形的影響。因此，

該升遷制度無論先天與後天都存有人為操作空間。試想，若能結合升遷錦標賽模

型與派系政治理論途徑，將更能清楚解釋為何各地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並不一

致。 

有關中共政治菁英的理論廣義可分為一元論與多元論，前者是指文革前中共

政治菁英由毛澤東統一領導、維持政治穩定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典

範時期；後者指的是文革開始後，菁英出現嚴重分裂、競爭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典範時期。44不過這樣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模式，是否依據著文革時

期而分，45是否能夠全然切割，46學者間仍有相當多的爭論。 

目前的中共政治菁英互動，隨著毛澤東時代結束、及鄧小平改革等一系列的

政治環境變動下，不僅走向多元主義途徑，更開始走向制度化。多元主義途徑可

分為「派系政治」、「世代政治」與「技術專家政治」三大途徑。 

                                                      
44

 David Shambaugh, “Introduction,”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omonk: N.Y.: M.E. Sharpe, 1993), pp.3~5. 
45

 學者觀察中國大躍進時期的政治菁英互動，發現中央本身及中央與地方之間都存在分裂現象。

有關中央分裂可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Communist China’s Intra-party Dispute,”The 

Original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323~328；中央與地方分裂可參見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urge of 

Provincial Leaders 1957-1958,” The China Quarterly, No.27(July-September 1966), pp.14~32。 
46

 學者認為，中共菁英政治應該要同時結合極權主義與多元主義，亦即存在硬核（hard core）─

菁英存在高度共識、不可更動的部分，以及保護帶(protective blet)─其他可變動、無共識部分。

參見 Sujian Guo,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Westport, Comm.: 

Praeger, 2000), pp.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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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政治47」雖然能解釋同一代政治菁英共同呈現的特色、以及世代間權

力轉移過程中的衝突，但卻無法清楚解釋菁英為何存有縱向分裂狀況。同樣的，

「技術專家政治」途徑，是隨著鄧小平在 1980 年代推動幹部四化政策所產生。48

但因為此類政治菁英因個人背景、專業教育、仕途升遷等存在差異性，故並非完

全同質的群體，又不像上一代老幹部具有革命情感。49「技術專家政治」一詞的

形容，僅止於其相對於上一世代所呈現出的共同特色，因此，該途徑同樣難以解

釋菁英間存在的縱向分裂。 

相對於上述兩種解釋途徑，「派系政治」途徑則認為，中共政治菁英雖然存

有一定的共識，但不可忽視的是「政治菁英無論在縱向與橫向都存在分裂現象」。

這是導因於中共封閉、壟斷的政治體制，一旦脫離了既有的政治升遷管道，象徵

的是不僅是政治機會本身，還有附加於政治地位上的其他社會資源，此外，愈往

金字塔頂端，政治機會隨之減少，政治菁英競爭遊戲愈趨向零和賽局。 

在「派系政治」理論中，Andrew Nathan 認為政治菁英互動關係是建立在垂

直「扈從關係」的非正式利益交換上，形成來源有非正式的家族、社團等共享關

係（corporative ties）或行政科層（bureaucracy）的正式權力互動關係，但主要強

調仍在單向下層政治菁英對上層菁英的追隨、扈從上。50
 

鄒讜則認為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間的互動是雙向而非單向，並以「非正式團

體」（informal groups）或「政治行動團體」（political action groups）方式進行，

可以同時顧及垂直的「扈從關係」與平行的「個人關係」。51
Dittmer 同樣提出應

當以「非正式政治關係」取代「派系政治」觀點，52所謂非正式的政治關係其認

為至少應包含，同宗、同鄉、同學、同事與同庚等五同關係，這些非正式、非上

                                                      
47

 Lucain W. Pye, “Generation Politics in a Gerontocracy: The Chinese Succession Problem,” Current 

Scene, Vol. 14, No.4(October 1963), pp.509~522; Cheng Li, China’s Leader, pp.180~194. 
48

 幹部四化是指：革命化、年經化、知識化、專業化，希望以具有專業知識的年輕幹部，取代

專業能力不足的老幹部，以利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與實行。 
49

 Cheng Li, China’s Leader, pp.217~232. 
50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uary 1973), 

pp.33~66. 
51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 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anuary 1995), pp.95~156. 
52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34(July 1995), p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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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垂直層級式關係，對於派系的形成同樣扮演重要角色。53
 

在實際互動上，Cheng Li 帶入時間、動態觀點，觀察出中共十四大到十六大

期間，隨著中央開始需要地方政治菁英的選票之政策推動，省一把手在中共中央

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其中，中央也會透過分配資源、放寬經濟、指定區域等支持

方式，給與中央領導人關係較好的地方領導人，以利其升遷。54
 

寇健文同樣發現中共各派系具有幹部輸送的現象，特定人士得以在中央領導

人協助下進入中央協助鞏固派系利益。不過，派系又須面對來自黨內其他派系的

質疑聲浪。因此，雖然幹部輸送背後有派系在其中操作，但仍受一定制度約束。

55
 

 

第三節 小結 

一、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的延續 

綜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的討論，首先，關於投機派、黨性派與政治安全度三

類觀點，可進一步解讀為，既有執政者在其執政期間，會先推出政策鞏固既有支

持者；面對選舉時，才會納入政治安全度做考量，若選舉面臨風險以致影響連任，

當權者才會考慮提供其他的政策拉攏另一方，且雖然當權者與選民之間存有資訊

不對稱，但若情勢越加不穩定，越可能促使當權者越早提供有利反對方之政策；

然而，當權者若意識到無論如何努力都將面臨敗選之時，其改採取極端方式，提

供利益給堅定支持者，以避免既有支持者流失、加大削弱政治影響力。 

 

                                                      
53

 陳華昇，「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與派系衝突之分析（1949~1975 年）」，中國大陸研究，地

51 卷第 3 期， 
54

 Cheng Li, “Political Localism Versus Institution Restrains: Elite Recruitment in the Jiang Era,” in 

Barry J. Naughton and Dali L. Yang, Holding China Together: Integration in Post-Deng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9-69. 
55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 8 卷第 4 期（200 年 10 月），頁 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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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當權者選前政策考慮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有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不同於民主國家政治菁英必須有人民

的選票支持，其選民為「黨內政治菁英」，且中國的當權者尋求的並非取得政治

地位的「選票」，因為政治局常委是政治菁英各派系妥協的結果，又採集體領導

制，因此當權者尋求的應是統治地位的穩固與壯大，而有利其推動重大政策。 

為求統治權力的穩固、政策得以順利的推動，中央政治菁英就必須提供誘因

給「選民」。但面對資源有限，且中央領導集團為派系之間妥協的結果，造成政

治資源不僅是個人統治地位穩固之關鍵，更是鞏固派系政治地位方式，畢竟派系

需要提供利益給派系中的其他行動者才能獲得支持。這也解釋了為何，政治經濟

景氣循環週期是在領導繼承後才開始產生，且一般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會出現

特例省市。再加上對中國的政治菁英來說，越上層的政治菁英越在乎仕途的發展，

地方政治菁英的升遷是採自上而下的控制，並由上位者訂定裁量標準。兩相互動

形成「互惠式課責」模式。 

顯示，中國的經濟循環現象，將受到中央領導人權地位穩固程度的影響，也

就是說，當中央領導人權力越不穩固時，全國經濟成長的幅度會較大，各地被放

寬成長的幅度也較大；然而，隨著中央領導人的權力獲得穩固，經濟將會臨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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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經濟成長幅度也隨之趨緩。 

 

二、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下的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互動關係 

但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並非只考量中央領導人政治權力的穩定程度，以及整體

經濟成長幅度。而是須將投機派、黨性派與政治安全度三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派

別納入考量。 

也就是說中央領導人在尋求政治地位穩固時，考量的不僅是經濟成長放寬的

程度，其更關心要將經濟成長放寬給誰？才能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支持。而

這背後的權衡考量需要考量是中國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背後的非正式關係。 

不過，如何測量背後的政治關係以解釋中央在操縱各地不同的經濟成長幅度，

必須從另一方面來加以思考。 

中央選擇高度放寬經濟時，表示中央願意承擔經濟過熱的成本，以換取政治

上的支持，不過此時中央所納入的地方領導菁英會超出自己原有之派系，因為派

系過大鞏固成本太高、忠誠度也不高；但若僅鞏固自己的小派系，政治權力難趨

穩固。也就是說，中央在尋求政治穩固過程中的經濟放寬，受惠地區較多、各地

特例較少、各地間的差異也較少，因此無法透過政治關係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過程中的特例省市。 

相對而言，在中央緊縮經濟時，顯示中央的政治權力已經獲得穩固，中央不

需要再承擔經濟過熱的成本，此時則必須考量派系的穩固，也就是派系的政治繼

承問題。因此，中央領導人選擇在經濟緊縮時，仍會持續給予自己派系較好的經

濟發展程度，並透過中央資源的不平均分配加以支持，以利特定派系的地方領導

菁英可以在晉升錦標賽中獲得較好的成績，以利升遷、維持派系的穩固。且在中

央經濟緊縮時，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的少數特例將更為明顯、差異幅度也更大。 

若能從經濟緊縮年切入，將更能明確解釋，為何在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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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特例，這些特例背後與中央領導的非正式關係為何、中央又如何透過資源分

配加以支應。 

透過文獻回顧與討論，本研究由經濟緊縮年著手，探討究竟在經濟過程中有

那些省市不需要隨之緊縮經濟，並從政治關係角度著手，解釋少數特例為何得以

存在，藉以進一步描繪中國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的特殊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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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驗證地方經濟發展如何受到中央與地方領導菁英互動影

響，進而重新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 

為此，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及統計方法中之線性迴歸方式加以檢驗，先以文

獻分析法確認中央與地方政治領導菁英之間所存在之政治關係，再與地方 GDP

數據進行線性迴歸分析，驗證與中央領導菁英有良好政治關係之地方領導菁英將

能獲得更好的 GDP 表現。最後，再從中央支援管道切入，如財政、貸款等，釐

清中央透過何種支持方式，使與中央有良好政治關係之地方可順利發展地方經

濟。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又稱作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或資訊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為二次大戰時期，自傳播學領域發展起的

研究方法。透過系統、量化與客觀方式，分析各種資料，目的在對事實進行了解、

或是推估未來的發展趨勢。 

Jake W. Bowers 認為文獻分析法不僅僅是分析資料本身的內容，而是需要深

入發掘資料本身的意涵，才可被稱作是「文獻分析」。56亦即是文獻分析法應當

要跳脫資料蒐集的侷限，才能成為更完備的研究方法。57
 

本研究除了從中國統計年鑑蒐集地方經濟發展數據及中央與地方經濟相關

支持外，針對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間的互動關係如何去界定，則是採用中共官方

                                                      
56

 J. W. Bowers, “Content Analysis,” in P. Emmert and W. Brooks eds., Methods of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Boston: Hougton Miffinco Press, 1970), pp.291~292. 
57

 許禎元，「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驟與在政治學領域的應用」，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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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中共政治菁英庫、學術文章及新聞等相關訊息加以明確化。 

 

二、 線性迴歸 

為了能夠釐清各種可能因素影響地方 GDP 表現，本文以線性迴歸方式以地

方 GDP 表現作為依變項，其他如地方領導菁英政治關係網絡、歷練多寡、地方

本身發展狀況…等做為自變項下，以線性迴歸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以驗證中央

與地方政治菁英之政治關係網絡是否會對地方 GDP 表現產生顯著影響。 

 

三、 相關性分析 

有關中央領導人是否會以與地方政治菁英之政治關係強烈，而透過各種明示、

暗示方式支援個人派系的省（市）委書記 GDP 表現上，本文採用相關性分析，

分析政治關係的強烈程度，與中央支援地方經濟發展之手段上有無差異。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架構 

一、 研究設計 

(一) 中國是否存在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若要討論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必須先回答中國是否存在有經濟循

環現象？這樣的經濟循環現象是否是受到政治的影響？等問題根本進行討論。 

首先，中國是否有經濟循環現象，接續陶儀芬的觀察，在 1992 年到 2011 年

間，經濟循環現象仍存在，並仍以五年一次做循環─在換屆後的一年到兩年間，

經濟會出現下滑、或趨緩的現象。(詳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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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GDP 成長率扣除五年計畫標準(1992-201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其次，必須釐清中國的經濟循環究竟是否是受到中央領導人換屆，此一政治

因素影響？尤其在 1987 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以及 2001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等，不斷推進與世界接軌，政治因素影響是否還是如此重要？世界景氣是否影響

循環現象？等變因都必須加以考慮。 

由表 1 比較中國與美國、OECD、歐盟三大開發區域組織或國家經濟波動相

互比較下，可以看出相關性並不高。58顯示，中國經濟受世界景氣影響不大。 

 

表 1 中國與美國、OECD、歐盟經濟成長相關係數(1992-2011) 

 1992--2011 

中國與美國 -0.12 

中國與 OECD 0.19 

中國與歐盟 0.14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 

 

不過，進一步從圖3來看，仍可發現中國在幾次重大的世界經濟景氣衰退中，

同樣出現下滑。例如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與 OECD 國家(包含日本)同

                                                      
58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皮爾森相關係數中，|r|>0.7：高度相關；0.3<|r|<0.7：中度相關；

0.3>|r|：低度相關；|r|=0：零相關。表中中國與其他三經濟體的比較，都僅在 0.1 左右，顯示

兩者為低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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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出現下滑；2008 年的金融海嘯中國與其他世界先進國家同樣下滑。只是這樣

的下滑又剛好與中國五年一次換屆經濟收放相配合，因此折線圖只顯示中國經濟

下滑情形會更為嚴重，但還是與整體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相之配合。 

 

圖 3 比較中國、美國、歐盟、OECD 經濟體之 GDP 成長率(1992-2011)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 

 

(二) 變項處理 

1. 依變數：為「各省（市）PBC 緊縮年之 GDP」。 

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維持五年一循環，筆者從每五年一次的循環中挑

選平均 GDP 成長率最為緊縮之「換屆後第三年」作為本研究之觀察依變項。 

之所以選擇五年中平均 GDP 表現最差的「換屆後第三年」，是因政治經濟

景氣循環理論中假設「中共中央為鞏固政治權力會在換屆初期大量放鬆經濟成長，

並在鞏固後緊縮地方經濟」。但該理論卻忽略了中共中央領導人所承受的政治成

本，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影響。在經濟放寬時，中共中央不一

定會僅給發展激勵給自己的派系，為了鞏固權力，必然面對更大範圍地放權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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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挑選經濟放寬年，將無法確去認定中央在分配資源上不均的現象，

故而挑選緊縮年作為本研究之觀察指標。 

 

圖 4  GDP 成長率扣除五年計畫標準(1992-201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本文的變數整理如下表 2，首先依變數分為「各地當年 GDP 成長率表現(扣

除當年各地平均)」以及「前後年 GDP 成長率差距(扣除前後年各地平均)」，前者

為本文主要依變數，是中國各省市在政治經濟循環之緊縮年時 GDP 成長率，在

扣除當年各省市 GDP 成長率之平均所得之值，透過以 GDP 成長率為指標及扣除

GDP 成長率平均可以處理──以二十年作為觀察值造成觀察時間過長及中國統

計資料不足等對研究之負面影響；後一組依變項是各省市緊縮當年與緊縮前一年

之GDP成長率差距扣除各省市緊縮當年與緊縮前一年之GDP成長率平均之值，

這同樣是用以處理長時間、統計資料欠缺用之變數處理方式，該變數是用來強調

政治關係對地方 GDP 的影響──在緊縮年時不但不隨之下滑，反而相較其他地

方出現成長現象。兩組依變項同樣為連續變數。 

 

2. 自變數：觀察「各省（市）PBC 緊縮年之 GDP」之高低受到何

種因素影響。分為兩類，一類為省(市)委書記本身、一類為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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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所受外部環境影響。 

(1) 自變項：省（市）委書記個人：關係分數（雙向）本身 

為本文主要驗證的自變項，關係分數中分為單純有無政治關係、與關係強烈

程度兩類。 

前者僅表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地方省（市）委書記有無存在非正式政治關係；

後者則增加考量──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身的資源（掌控經濟權力）多寡、雙方是

什麼關係（同宗、同事、同學、同鄉、其他） 59、驗證分數（有無新聞、學術期

刊支持）等三項因素，加權得到「關係強烈」分數，以進一步驗證政治關係的強

烈程度對於 GDP 表現有何影響。 

關係分數之變數主要分為兩組，第一組為類別變數，單純驗證中央與地方政

治菁英是否存在政治關係，有關係編為 1，無關係編為 0。第二組則是一組連續

變數，為一系列關係變項加權所得之值，包含有關係人、何種關係、驗證分數等。 

首先，「關係人」──表示地方省市委書記所依附之中央領導人具有多少資

源分數，分為 4 個等級──給予 5 分為總書記(總理)、4 分為主要掌管經濟者與

未來之總書記總理、3 分為其他對經濟具影響力者、2 分則為其他常委、0 分為

無可以與之連結之中央領導人，其中若關係多經過一人才連結至中央領導人則扣

一分。而「何種關係」──為地方領導人與中央領導人透過何種計有社會、親族

關係建立起兩者之政治關係，分為 6 個等級──5 分是同宗(親戚)、4 分同事關

係(兩者間曾經為上下一層之主從關係或平行之關係)、3 分為同學關係(兩者為同

校畢業之前後 5 屆以內同學或學長弟)、2 分為同鄉關係(兩者在統一省市出生或

成長)、1 分支其他關係(相當多資料佐證有相關，但無上述四類顯性之連結關係

存在)、0 分為無連結關係存在。最後一組為「驗證分數」，分為 3 等級，2 分為

兩者之關係有學術證據以及新聞資訊佐證、1 分為僅有新聞資料佐證、0 分為無

                                                      
59

 何種關係強弱之分數評比參考「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台灣、美國、中國大陸三地比較」，

林南、陳志柔、傅仰止等，2010 年，第 45 期，頁 117-162，依序為同宗、同事、同學、同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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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資訊可以佐證。上述之第二組關係變數為這三組關係變數之相乘加權所得，

用以表現兩者關係之強烈程度。 

(2) 自變項：省（市）委書記個人：單向條件 

即省（市）委書記之出生、歷練、表現能力等。包含有：省（市）委書記個

人的年齡、中央歷練年數、升至廳局級年數、以及在該省（市）歷練年數、以及

個人能力：如固定資產自籌經費比例等，分析上述因素與地方 GDP 表現間的相

關性高低。 

此部分，分成七組變數，除了年紀與籍貫為類別變數外，其餘皆屬連續變數。

年紀又細分為 4 組──每 5 歲為一分野，1 為 65 歲以上、2 為 64-60 歲…等依序

排列，而以 65 歲以上與 54 歲以下為該變數的邊界，是考量中共幹部年輕化之度

之年齡界線，在 65 歲以上及 54 歲以下超過 5 歲的省委書記已經不多，本身對

GDP 成長率表現之影響也不大。而中央、廳局、本地三組歷練分數，分別觀察

省（市）委書記個人在中央（行政部門）、升上廳局級以上、在該省任官等三組

有多少年；籍貫變數為細分成 31 個省市弱化籍貫之影響力，因此以中國傳統地

理區域做分類，分為 7 組，依序是華北、東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與西北

等60；最後兩組變數屬於省（市）委書記個人之治理能力指標，分別是「基本固

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來源成長率（1992-200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

來源成長率（2003-2011）」觀察不同中央主政者領導下之省（市）委書記緊縮年

與減縮年前之自籌資金成長率對 GDP 成長率表現之影響。 

(3) 自變項：外部環境影響 

                                                      
60

 傳統中國地理區域詳細省分劃分如下─ 

華北地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 

東北地區：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 

華東地區：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東 

華中地區：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華南地區：廣東省、海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 

西南地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 

西北地區：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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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驗證該省（市）之 GDP 表現與外部環境（非地方領導人本身）之關係。

如：經濟區域（代表中共經濟資源大方向之安排與規劃）、中央重要政策支援（有

無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省（市）委本身固定資產投資地方相目多寡、地方

經費自籌經費占總體多少比例、全社會公路貨運量成長率、電力消費成長率等外

環境之影響。 

其中經濟區域及國家級經濟技術園區為類別變數，其他 6 組變數為連續變數。

經濟區域按照中共區域經濟發展計劃推出先後，分為四區，1 為東部地區（東部

沿海）、2 為西部地區（西部大開發）、3 為東北地區（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4

為中部地區（中部崛起計畫）等61；國家級經濟計畫園區則以當屆中央主政者是

否有提出該省（市）之城市為準，有編為 1，無則編為 0；而其餘 6 組變數分別

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直接利用外資、勞動力與工

業等之成長率，是以緊縮年數據扣除前一年數據再除上前一年數據所得之值。 

 

以上之各組自變項是用以觀察省（市）委書記個人之與中央領導人之政治關

係狀況、個人本身能力或狀況、該地之既有經濟狀況等三大方面，何者對於 GDP

成長率表現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另外，本文還加入一組統計數據─「中央資源分配」，是用以分析中央傾向

對於與自己有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何種經濟支持；再進一步分析掌握不同

經濟資源之中央領導人會採取怎樣不同的經濟支援手段。 

主要分為中央預算、貸款與專項收入三大部分，並配合中央主政者之換屆分

成 1992-2001、2002-2011 年之江、胡主政兩群組進行分析。全部共有 5 組變數，

同樣屬於連續變數，並以成長率呈現，為緊縮年數據扣去前一年數據再除上前一

                                                      
61

 中國經濟區域詳細省分劃分如下─ 

東部地區─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廣東 

省、海南省 

西部地區─重慶市、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陝西省、青海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 

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 

東北地區─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 

中部地區─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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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數據所得之值當作變數。 

表 2 變數名稱與解釋 

變

項 
變數名稱 變數解釋 

數

值 
數值解釋 

依

變

數 

各地當年 GDP 成長率表現 

(扣除當年各地平均) 

該年該地之 GDP

成長率   

當地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緊縮年之

GDP 成長率-各地緊縮年地方平均

GDP 成長率 

前後年 GDP 成長率差距 

(扣除前後年各地平均) 

該地該年與前年

GDP 成長率差距 

(緊縮年 GDP 成長率-前一年 GDP 成長

率)-(各地緊縮年 GDP 成長率-各地前

一年 GDP 成長率)平均 

自 

 

 

變 

 

 

數 

個人： 

關係分數 

（雙向） 

有無關係 
與中央領導人有無

非正式政治關係 

1 有關係 

0 無關係 

關係人 

(關係人資源分數) 

所依附之中央領導

人本身資源分數62 

5 總書記、總理 

4 掌管經濟、未來總理總書記 

3 其他可影響經濟 

0 無關係 

何種關係 

(關係分數) 

所依附之中央領導

人為何種關係 

5 同宗(親戚) 

4 同事(上下一層級或平行) 

3 同學 

2 同鄉 

1 其他(背景) 

0 無關係 

驗證分數 
有無其他證據支持

關係 

2 學術證據與新聞資訊 

1 新聞資訊 

0 無資訊支持 

關係強烈 關係加權分數 關係人資源分數*關係分數*驗證分數 

個人： 

單向條件 

年紀 年齡 

1 65 歲以上 

2 64-60 歲 

3 59-55 歲 

4 54 歲以下 

中央歷練 中央歷練時間 在中央機關(行政部門)歷練年數 

廳局歷練 升任廳局級時間 擔任廳局級已經幾年間 

本地歷練 當地任官時間 在本地任官多少年(升任廳局級後) 

籍貫 
省委書記出生地，

依據傳統中共分類 

1 華北 

2 東北 

3 華東 

4 華中 

5 華南 

6 西南 

                                                      
62

 以 5、4、3 為給分排列，是考量到地方領導人與中央領導人間的關係連接並非直接，而是間

接，若多經過一人才連接到中央領導人時，則減 1；多連結 2 人則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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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北 

基本固定資產投資自籌

資金來源成長率 
1992-2002 統計資料，屬地方領導人治理能力指標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

籌資金來源成長率 
2003-2011 統計資料，屬地方領導人治理能力指標 

外部： 

地方條件 

經濟區域 

依據中共區域經

濟發展計劃先後

分為 4 區 

1 東部(東部沿海) 

2 西部(西部大開發) 

3 東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4 中部(中部大開發) 

國家級經濟技術園區 為當屆領導人提出的國家級經濟技術園區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

長率 

各地(當年固定資產投資-前一年固定資產投資)÷ 

前一年各地固定資產投資 

公路貨運量成長率 
各地(當年公路貨運量-前一年公路貨運量)÷ 

前一年各地公路貨運量 

鐵路貨運量成長率 
各地(當年鐵路貨運量-前一年鐵路貨運量)÷ 

前一年鐵路貨運量 

直接利用外資成長率 
各地(當年公路貨運量-前一年公路貨運量)÷ 

前一年各地公路貨運量 

勞動力成長率 
各地(當年勞動力-前一年勞動力)÷ 

前一年各地勞動力 

工業成長率 
各地(當年工業總產量-前一年工業總產量)÷ 

前一年工業總產量 

中 

央 

資 

源 

分 

配 

基建－預算 各地基本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總數) 

基建－貸款 各地基本固定資產投資(貸款÷總數) 

固定－預算 各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總數) 

固定－貸款 各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貸款÷總數) 

專項收入 專項收入(各地÷全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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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則為各項自變項與依變項之敘述統計總表─ 

表 3 各變項敘述統計總表 

  觀察值 平均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各地當年 GDP 成長率表現 124 -0.0113 1.7906 -6.5 7.4 

前後年 GDP 成長率差距 124 -0.0081 1.5729 -7.4 4.1 

有無關係 124 0.6048 0.4909 0 1 

關係強烈 124 7.2581 10.0986 0 40 

年紀 124 2.3548 0.6650 1 3 

籍貫 124 2.86290 1.4333 1 7 

經濟區域 124 2.1613 1.0850 1 4 

中央經歷 124 1.8145 3.5438 0 18 

廳局經驗 124 19.4113 5.6927 7 39 

本地經驗 124 8.5000 7.7946 1 39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 124 22.2374 15.8026 -52.15 69.1 

國家級經濟技術園區 124 0.3871 0.4891 0 1 

公路貨運量成長率 124 -0.7567 82.8636 -907.19 53.6 

鐵路貨運量成長率 124 3.4832 8.4379 -22.21 26.41 

直接利用外資成長率 124 19.8919 105.4746 -100 792.15 

勞動力成長率 124 -0.6769 9.7831 -42.6 11.06 

工業成長率 124 22.6602 17.9622 -7.72 67.44 

基本固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來源成長率 62 16.4766 28.1791 -19.25 128.09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來源成長率 62 32.5886 14.0840 2.21 78.15 

基建－預算 62 0.1302 0.1002 0.03 0.52 

基建－貸款 62 0.3267 0.0958 0.05 0.57 

固定－預算 62 0.0911 0.1160 0.02 0.69 

固定－貸款 62 0.6676 0.1201 0.27 0.88 

專項收入 93 3.2260 2.2555 0.06 9.13 

 

二、 研究架構 

透過上述的研究設計，筆者擬出下圖的研究架構，主要依變項為圖左下的省

（市）GDP 成長率表現，其餘主要兩類的依變項為省（市）委書記本身與外部

環境影響，為方框實現，而方框則為中介變項，即中央與地方領導人因為關係好

壞，影響導致中央對各地方投資資源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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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省(市)委書記 

中央政治

局常委 

省(市) 

GDP成長率 

表現 

投入資源： 
財政、貸款放寬...等 

政治關係： 
同宗、同事、同學、同鄉、其他 

重大政策支持：國家級經濟技術區 

地方既有因素影響：公路、鐵路貨運量； 

勞動力；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個人內部因

素： 
年紀、歷練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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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緊縮年地方特殊經濟表現 

在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之緊縮年時，為何可以有部分省市在經濟上有突出

表現，無論單純是在 GDP 成長率勝出，或是與緊縮年前一年相比而言為成長而

非緊縮等之特殊表現？這些特例省市的存在，指出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對於中

國存在部分難以解釋的空間，為了解釋這些特例省是為何能夠存在，進一步完整

建構中國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筆者嘗試從微觀層次觀察中央與地方政治菁

英間的互動，而不同於以往將其視為兩個獨立研究群體。 

本研究連結緊縮年地方 GDP 成長率等經濟表現以及政治局常委與省（市）

委書記間之關係，分析央地間的政治關係之有無與強烈是否會影響緊縮年地方之

經濟表現。 

以下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個是單純考慮緊縮年當年的地方 GDP 成長率，

檢驗 GDP 成長率表現受到央地政治菁英關係之影響程度；另一個則進一步從經

濟緊縮程度著手，觀察相較緊縮年前一年 GDP 成長率降幅較小、甚至正成長的

省（市）是否是受到央地政治關係之影響。 

此外，為了比較不同總書記領導下，地方 GDP 表現之好壞是否同樣受到政

治關係影響、影響程度是否改變？另又分成江澤民治理時期（1992-2001 年）與

胡錦濤治理時期（2002-2011 年）兩部分進行比較。 

 

一、 緊縮年當年地方 GDP 表現比較 

首先是依變項單純以緊縮年當年 GDP 成長率來看，下表 4 以線性迴歸模型

以中國 31 個省市自 1992 到 2011 年的 4 次緊縮年總計 124 個省（市）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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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種影響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的可能因素。 

為求依變項能橫跨 1992 至 2011 年期間一同比較，不受各年經濟表現差異影

響，採用以各緊縮年 GDP 成長率與當年度各地平均 GDP 成長率相減所得之值為

依變項。63自變項設定有──與中央政治局常委間有無政治關係、年紀、籍貫、

中央歷練時間、達廳局級至該年時間、當地歷練時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有

無國家級經濟技術園區、全社會貨運量、全社會鐵路運量、外資直接投資成長率、

勞動力成長率、工業成長率及經濟區域等 14 項雙方、個人內部與外部等三類變

因。 

統計結果驗證假設──央地政治菁英間若存有政治關係對於 GDP 成長率表

現將有正向、顯著之影響。亦即是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之間，有無特殊政治關係

會對該地在緊縮年 GDP 成長率表現相較於其他省市來的更好。尤其在緊縮年作

為基準觀察中國各地方 GDP 成長率平均表現時，擁有與中央領導人特殊政治關

係的省市領導人，將可以在緊縮年時擁有更突出於其他省市之經濟表現。 

除了政治關係對於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具有高度顯著影響外，全社會固定

資產投資成長率，同樣與 GDP 成長率間有顯著相關。當地方全社會固定資產投

資成長率越高，當地當年的 GDP 成長率就會高於其他省市。 

從經濟區域來看，東部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試驗區，統計結果也顯

示──1992年鄧小平大力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確實對地方的GDP 成長率產生顯

著、正向的影響；屬於老工業地的東北，因其工業底質深厚、產值大可以對 GDP

成長率產生顯著影響，惟相較於新成長的東部地區東北地區的對 GDP 成長率的

影響度並不高；反之，自 2000 年中央開始大力推動發展之西部地區，受到基礎

建設不足、地理位置不佳等先天缺點影響下，其 GDP 成長率表現就無明顯受到

政策影響，也顯示中央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並不成功。 

 

                                                      
63

 表 4的模型因橫跨 20年，這期間能對 GDP成長率影響因素變動多且大，導致模型解釋力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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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2-2011 年有無政治關係對當年 GDP 成長率表現之影響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有關係 1.3178*** 0.3834 

年紀（65 歲以上） 
 

 

    64~60 歲 0.6465 0.6195 

    55~59 歲 0.4773 0.6714 

    54 歲以下 0.6384 0.7500 

籍貫   

  東北 0.9451 0.6022 

  華東 0.6171 0.4250 

  華中 0.8771 0.6012 

  華南 2.3443 1.8680 

  西南 -0.6332 0.9877 

  西北 0.1581 0.8493 

中央歷練 -0.0705 0.0468 

廳局歷練 -0.0368 0.0335 

當地歷練 0.0016 0.0239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 0.0237* 0.0126 

國家經濟技術園區 -0.1111 0.3410 

全社會貨運量 -0.0007 0.0020 

全社會鐵路運量 -0.0035 0.0199 

外資直接投資成長率 -0.0011 0.0016 

勞動力成長率 -0.0115 0.0194 

工業成長率 0.0160 0.0097 

經濟區域(與中部比較)   

  東部 -0.2003 0.4422 

  西部 -0.6994 0.5775 

  東北 -0.9069 0.4993 

   

F 值 2.15  

R
2
 0.3422  

Adjusted R
2
 0.1829  

N 124  
*
p<.1

   **
p<.05  

***
p<.01    

 

驗證出央地政治菁英間政治關係之有無，對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確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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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後。表 5 進一步探討政治關係之「連結內容」對於地方 GDP 成長率表

現的影響──將表 4 自變項中之「有無政治關係」變項加入關係人（政治局常委

之掌控經濟能力）、何種關係（同族、同事、同學、同鄉、其他）、驗證分數（學

術期刊、新聞）等，加權替換為「關係強烈」變項。 

迴歸模型結果證明政治關係強烈高低與有無政治關係關係同樣對 GDP 成長

率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力。顯示，在經濟緊縮年時，具有較好 GDP 成長率表現之

省市，不僅與央地政治菁英間的政治關係有關，央地政治菁英間政治關係的強烈

程度也同樣有顯著影響。同樣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對於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有顯著影響。不過，比較表 4「有無政治關係」與表 5「關係強烈」

兩者之係數，關係強烈相較於有無政治關係之係數較為下滑，顯示其對 GDP 表

現之影響力是較低的。 

有關省（市）委書記個人政治經歷對於其 GDP 成長率表現之影響，統計結

果顯示──中央歷練時間與廳局級歷練時間同樣對於對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有

負向顯著影響，也就是說省（市）委書記其無論是在中央或是升任廳局級年數越

長，對於其地方之 GDP 成長率表現更不利。 

先就中央歷練時間來說，從各緊縮年中，選擇中央經歷最長者來看，經濟表

現確實不佳，如 1994 年山西省委書記胡富國──有 10 年中央經驗最高曾任能源

部副部長（1988-1992）、1999 年黑龍江省委書記徐有芳──有 12 年中央經驗最

高曾任林業部部長（1997-1998）、2004 年的重慶市委書記黃鎮東──有長達 20

年的中央經驗最高曾任交通部長（1993-2003）以及 2009 年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

──15 年中央經驗最高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2003-2007）等。導致這些地方

領導人其 GDP 成長率表現不佳的原因，不僅是因皆欠缺於中央領導人間之非正

式政治關係連結故不存在隱性支持之可能性外，更關鍵的是──其雖長期在中央

歷練，但中央歷練的經驗往往與地方之經濟發展內容不相符合，其中雖有山西省

委書記胡富國所任職之能源部與經濟發展經驗相關，該部不但僅成立 5 年就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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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相關生產業務也走向國有企業化，難以延續、應用其在能源部所累積的政治

經驗與資源。 

接著升任廳局級經驗越長為何對於其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更不利？這部分

可從中共的人事制度改革切入，在鄧小平推動「幹部年輕化」後──65 歲以上

之省（市）委書記將面臨劃線離退，在年齡與升遷綁在一起後，具有良好政治關

係、能力表現之地方領導人可以獲得更快速的升遷，相對地，無政治關係、表現

不佳的地方領導人，使終究只能在地方打滾，無法獲得青睞，故而累積了大量、

無實質效益的廳局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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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2-2011 政治關係強烈對當年 GDP 成長率之影響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關係強烈 0.0693*** 0.0179 

年紀（65 歲以上） 
 

 

    64~60 歲 0.5895 0.6109 

    55~59 歲 0.2522 0.6710 

    54 歲以下 0.4405 0.7467 

籍貫   

  東北 1.0584* 0.5941 

  華東 0.6690 0.4163 

  華中 0.7205 0.5862 

  華南 2.3120 1.8368 

  西南 -0.5264 0.9728 

  西北 0.0242 0.8375 

中央歷練 -0.0867* 0.0461 

廳局歷練 -0.0479 0.0331 

當地歷練 -0.0032 0.0235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 0.0272** 0.0123 

國家經濟技術園區 -0.1822 0.3369 

全社會貨運量 -0.0009 0.0019 

全社會鐵路運量 0.0038 0.0198 

外資直接投資成長率 -0.0001 0.0016 

勞動力成長率 0.0029 0.0188 

工業成長率 0.0134 0.0096 

經濟區域(與中部比較)   

  東部 0.0005 0.4470 

  東北 -0.6460 0.5688 

  西部 -0.8510 0.4931 

   

F 值 2.34  

R
2
 0.3613  

Adjusted R
2
 0.2066  

N 124  
*
p<.1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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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 5 中也指出籍貫變項中東北地區對於 GDP 成長率表現具有正向顯著

影響，表 6 針對此籍貫部分進一步細分成各省籍分析，紅字表示該東北地區籍貫

之地方領導人當年之 GDP 成長率表現，是在前 15 名者，整理後發現，來自於東

北地區籍貫，之所以會對與 GDP 成長率表現造成影響，仍需端視省（市）委書

記本身所具有的「政治人脈」─能否與中央政治常委連結上政治關係。 

例如─ 

1994年時任吉林省委書記的張德江尚未被江澤民發現而重視故 GDP 成長率

表現為全國後 10 名，到了 1999 年受到重用後，其領導地區之 GDP 成長率表現

立刻衝上全國前 5 名。 

1994年GDP 成長率表現家的黑龍江省委書記關廣富其並無中央領導人之政

治關係支持，表現僅為全國前 15 名；反之，西藏區委書記陳奎元因有著與中央

領導人胡錦濤之政治關係──兩人在 1992 共同在西藏共事過，陳奎元先擔任西

藏區委書記後接替胡錦濤繼任為區委書記，故使西藏 GDP 成長率在全國前 10

名。 

1999 年 GDP 成長率表現為全國後 16 名之遼寧省、黑龍江省與海南省，其

省委書記確實與中央領導人間不存在有政治關係；而項是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開

始受到江澤民重用、安徽省委書記回良玉為江澤民之妹婿、李長春受江澤民重用

64、西藏區委書記則是曾與胡錦濤共事過。 

2004 年四位東北地區出生之省委書記，其中王雲坤與蘇榮同屬於張德江人

馬，在張德江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期間擔任省委副書記一職。惟當時張德江仍在地

方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較難直接或間接支援後輩的地方經濟發展。因此這四地之

GDP 表現無法列入前 15 名，甚至在吉林、廣西、甘肅出現 GDP 成長率在後 10

名之情況。 

2009 年吉林省委書記王珉與胡錦濤同為安徽省出生；而江西省委書記則是

                                                      
64

 董立文，”中共十六大人事的初步分析—令人困惑的後江時代與第四代，”展望 2003 年兩岸

政經發展研討會，高雄，200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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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至2007年間擔任過前一屆政治局常委曾慶紅任中共中央黨校之常務副

校長，而曾慶紅與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同屬上海幫且具石油背景，故推論其

能間接獲得中央支援發展地方經濟。表 6 也顯示，這兩地之 GDP 表現吉林省為

前 15 名，江西為前 10 名。 

 

表 6  1992-2011 東北地區籍貫之地方領導人 GDP 成長率表現 

年

代 
1994 1999 2004 2009 

省

市

及

其

地

方

領

導

人 

省 省委書記 省 省委書記 省 省委書記 省 省委書記 

吉林 張德江 10 遼寧 聞世震 16 遼寧 聞世震 16 吉林 王珉 15 

黑龍江 關廣富 15 黑龍江 徐有芳 5 吉林 王雲坤 10 江西 蘇榮 10 

西藏 陳奎元 10 浙江 張德江 5 廣西 曹伯純 10 

 
 

安徽 回良玉 10 甘肅 蘇榮 10 

湖北 賈志傑 10 

 
廣東 李長春 5 

海南 杜青林 

西藏 陳奎元 5 

 

二、 緊縮年與前一年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差距 

 

在確認政治關係的確對於緊縮年當年 GDP 表現有正向顯著影響後，本文再

使用另一依變項，進一步觀察──面對中央緊縮經濟壓力時，與中央政治局常委

具有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是否可以在此時，逆勢出現持續高成長或是收縮

幅度較其他地方少之情況，而不僅是考慮當年的高經濟成長與否。又，為了排除

省（市）委書記在緊縮年前更替影響統計表現結果之正確，僅選擇非在緊縮年當

年新上任之省（市）委書記。 

表 7 在採用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緊縮年與前一年 GDP 成長率差做為依變項來

看，結果顯示央地政治菁英間之政治關係同樣對地方 GDP 成長率差距有正向顯

著影響。也就是說，在同一地未更換地方領導人的情況下，若省（市）委書記與

中央政治局常委具有政治關係，將有利其 GDP 成長率表現，且會出現相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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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為持續高成長或降幅不大的現象。 

不過相較於表 4 使用僅考慮當年的 GDP 成長率表現，GDP 成長率差距受到

政治關係的影響程度是下滑的。也表示，在中國五年一輪的定期政治經濟景氣循

環中，較少省市能夠跳脫緊縮年影響的，違反原本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假設，

多數的省市仍是配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做出經濟緊縮的表現，就算具有與政治局

常委具有政治關係，經濟之成長幅度仍是會受到影響。 

另外，統計結果同驗證，無論是採用當年 GDP 成長率抑或 GDP 成長率差距

來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對於地方前後年 GDP 成長率亦有顯著影

響，地方若想要獲得高 GDP 成長仍是需要更多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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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992-2011 政治關係對 GDP 成長率差距之影響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有關係 0.7341* 0.3736 

年紀（65 歲以上） 
 

 

    64~60 歲 0.4152 0.6038 

    55~59 歲 0.4489 0.6544 

    54 歲以下 -0.2498 0.7310 

籍貫   

  東北 1.5345** 0.5869 

  華東 0.6028 0.4142 

  華中 1.1785* 0.5859 

  華南 -1.6581 1.8206 

  西南 1.2280 0.9626 

  西北 0.9301 0.8277 

中央歷練 -0.0246 0.0456 

廳局歷練 0.0316 0.0326 

當地歷練 0.0240 0.0232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 0.0201 0.0123 

國家經濟技術園區 0.2956 0.3324 

全社會貨運量 -0.0011 0.0019 

全社會鐵路運量 -0.0064 0.0194 

外資直接投資成長率 -0.0008 0.0015 

勞動力成長率 -0.0300 0.0189 

工業成長率 -0.0045 0.0095 

經濟區域(與中部比較)   

  東部 0.1761 0.4309 

  東北 0.1385 0.5628 

  西部 -0.2547 0.4866 

   

F 值 1.22  

R
2
 0.2279  

Adjusted R
2
 0.0409  

N 96  
*
p<.1

   **
p<.05  

***
p<.01    

 

在評估 GDP 成長率前後年差距與政治關係兩者之間，表 7 尚能顯示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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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會對 GDP 成長率差距產生的顯著影響，不過在考慮政治關係強烈此項變因

時，顯著性消失。這樣的結果與表 4 與表 5 兩表比較結果類似──政治關係之有

無相較政治關係之強烈程度對於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之影響會更為顯著且強烈。

而兩個依變項之差異關鍵在於，經濟緊縮年確實會給大多數地方帶來較高的經濟

緊縮壓力，因此關係強烈程度從顯著影響到無顯著性。 

為什麼政治關係越強烈不會帶來更好 GDP 成長率？推論認為，對於中共來

說，晉升錦標賽模式所代表的 GDP 成長率表現高低，固然為升遷之重要考核之

一，但並不代表地方之 GDP 成長率表現就一定要名列前茅，只需要在一定標準

以上，再加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拉拔，即可以在人事升遷競賽中脫穎而出。因此

政治關係越強烈並不必然代表 GDP 成長率表現就會更高，換句話說，正因省（市）

委書記還具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強烈支持，其出線的可能性早已經相較其他無關

係或弱關係之省（市）委書記為高。除此之外，具強烈政治關係的省（市）委書

記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派系核心，其所需要位常委服務的不僅僅是在 GDP 表現

上取得佳績以在晉升錦標賽中脫穎而出，更重要的是貫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大

政策推動──像是 1999 年擔任寧夏自治區委書記的毛如柏與江澤民同鄉具政治

關係，然而其至寧夏治理原因在於鞏固邊疆穩定之政治目的；胡錦濤時期 2009

年之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即在山西推動胡錦濤的綠色 GDP。 

另外，表 8 也顯示地方省（市）委書記之籍貫若為東北或華北地區對於 GDP

緊縮年及前一年之成長率差距表現有顯著影響，同樣的，同樣省籍出生的省（市）

為書記並不必然代表經濟表現好，實際上仍受到政治關係之影響。而有關東北地

區省籍之省（市）委書記之政治關係網絡已於表 6 討論，下段主要針對華北地區

省籍之省（市）委書記關係網絡進一步介紹‧ 

1994 年華中地區省籍之省（市）委書記有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湖南省委

書記熊清泉、重慶市委書記孫同川與甘肅省委書記閻海旺等 4 人，唯此 4 人與中

央政治局常委間查無存在特殊政治關係，且僅有重慶市其 GDP 成長率差距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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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整體平均後仍為正值，顯示該年華中地區省籍之地方領導人對於其 GDP 成長

率差距並無顯著影響力。 

1999 年華中地區籍貫之省（市）委書記共 2 人，分別是湖南省委書記楊正

午與廣西省委書記曹伯純，2 人同樣都來自於華中地區之湖南省，與時任總理的

朱鎔基為同一籍貫，不過並無其他新聞或學術文獻支持 2 人因與朱鎔基同一籍貫

而獲得利益，此外這兩個地方的 GDP 成長率差距再扣除全年各地平均值後皆為

負值，表示該年華中地區籍貫之地方領導人對於該地之 GDP 成長率差距表現並

無顯著影響力。 

2004 年籍貫屬華中地區之省委書記像是貴州省委書記錢運彔、湖南省委書

記楊正午或是海南省委書記汪嘯風等都與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存有特殊政治關係，

且這三地的 GDP 表現差距再扣除各地平均後皆為負值，對於 GDP 成長率無顯著

影響力。 

2009 年籍貫屬華中地區有黑龍江省委書記吉炳軒、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

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與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 

其中吉炳軒自 1987 至 1995 年皆在共青團內發展，最高擔任到共青團中央書

記處書記，歸類為團派，與總書記胡錦濤有相同之背景，具有特殊政治關係；羅

清泉在俞正聲擔任湖北省委書記期間（2001-2007 年）分別擔任湖北省武漢市委

書記、湖北省副省長與省長等職，又俞正聲其父為前天津市委書記、一機部部長，

母親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等職，可歸為太子黨，與習近平有共同背景，故可獲得間

接提拔；張春賢之政治關係並不明顯，主要連結之政治局常委為周永康，傳聞為

其妻李修平為央視主播而與周永康有所連結，但因僅有單一媒體提出，此處不採

用；衛留成與周永康同樣為石油專業出身，兩人在石油界工作皆超過三十年，歸

類有同樣背景，具非正式政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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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具顯著影響籍貫之省(市)委書記政治關係 

治理省

(市) 

治理

年 

省(市)委

書記 
省籍 

省籍

區域 

GDP成長率

差距 
有關係 關係人/關係 

 吉  林 

1994 

張德江 遼寧 東北 -3.1 無   

 湖  北 關廣富 吉林 東北 0.9 無   

 西  藏 陳奎元 遼寧 東北 2.9 有 胡錦濤/工作 

 江  西 毛致用 湖南 華中 -4.0 無   

 湖  南 熊清泉 湖南 華中 -2.2 無   

 重  慶 孫同川 河南 華中 0.7 無   

 甘  肅 閻海旺 河南 華中 -2.0 無   

 遼  寧 

1999 

聞世震 遼寧 東北 -0.7 無   

 黑龍江 徐有芳 吉林 東北 -1.4 無 
 

 浙  江 張德江 遼寧 東北 1.1 有 江澤民/背景 

 安  徽 回良玉 吉林 東北 0.2 有 江澤民/親戚 

 湖  北 賈志杰 吉林 東北 -1.1 無   

 廣  東 李長春 遼寧 東北 1.2 有 江澤民/背景 

 海  南 杜青林 吉林 東北 -0.4 無 
 

 西  藏 陳奎元 遼寧 東北 3.4 有 胡錦濤/工作 

 湖  南 楊正午 湖南 華中 -0.5 無 朱鎔基/籍貫 

 廣  西 曹伯純 湖南 華中 -0.9 無 朱鎔基/籍貫 

 遼  寧 

2004 

聞世震 遼寧 東北 0.1 無  

 吉  林 王雲坤 吉林 東北 -0.9 無 
 

 廣  東 張德江 遼寧 東北 1.7 有 江澤民/吳邦國/背景 

 甘  肅 蘇  榮 吉林 東北 -0.4 無  

 貴  州 錢運彔 河北 華中 -1.7 無 
 

 湖  南 楊正午 湖南 華中 -1.0 無   

 海  南 汪嘯風 湖南 華中 -2.4 無   

 安  徽 

2009 

王珉 吉林 東北 1.0 有 胡錦濤/籍貫 

 江  西 蘇榮 吉林 東北 1.2 有 張德江/工作 

 黑龍江 吉炳軒 河南 華中 -0.5 有 胡錦濤/背景 

 湖  北 羅清泉 湖北 華中 1.6 有 習近平/俞正聲/工作 

 湖  南 張春賢 河南 華中 1.8 無 周永康/李修平/背景 

 海  南 衛留成 河南 華中 2.0 有 周永康/背景 

 

三、 考慮地方政治菁英個人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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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GDP 的發展除了受到地方政治菁英本身條件（如政治關係、年紀、籍

貫、政治歷練）以及外部（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貨運鐵路長率）等影

響外，地方政治菁英本身的個人治理能力亦會對 GDP 成長率造成一定之影響。 

其中地方的 GDP 成長率高度受到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因此若由固定

資產經費自籌程度來看，可看出地方政治菁英政治關係、地方既有條件、個人能

力抑或外部環境等各類因素，何者才是對地方 GDP 成長率產生顯著影響。 

因受到統計指標的改變，導致在考量固定資產來源或項目對地方經濟的發展，

須分別拆成江澤民治理時期（1992-2001 年）及胡錦濤治理時期（2002-2011 年）

兩群組作分析。表 9 為第一組資料，顯示在 1992 至 2001 年間，地方與中央領導

人間有無非正式政治關係，對該地的 GDP 成長率表現有高度顯著影響，亦即是，

在江澤民治理期間，地方能否在緊縮年相較其他地方有好的 GDP 成長率表現，

高度受到中央與地方領導菁英間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影響，而省（市）委書記的個

人治理能力部分，則無顯示出顯著影響力。 

同樣的，東部經濟區域對於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仍是有顯著影響力。而勞

動力成長率之所以呈現負向顯著影響，與中國的人口政策有關，中國自 1979 開

始一胎化政策，至 1992 至 2001 年間這時代出生的小孩正準備要踏入職場中，而

一胎化政策對於城市之嚴格度相較於落後鄉村來的大，再加上改革開放偏重首開

東部沿海省份，又因為中國戶籍二元分化戶籍致使內陸省市隱性流入勞動力多等

原因影響下，造成勞動力成長率與 GDP 成長率兩者呈現負相關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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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992-2001 年加入個人能力變因(有關係)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有關係 1.1295*** 0.3896 

年紀 
 

 

    64~60 歲 0.4031 0.5566 

    55~59 歲 0.0519 0.5357 

    54 歲以下 0.3823 0.5987 

籍貫   

  東北 0.0090 0.3909 

  華東 0.1415 0.3128 

  華中 1.1425** 0.6044 

  華南 0.1729 1.0435 

  西南 -0.6735 0.5391 

  西北 1.3863** 0.7346 

中央歷練 -0.0247 0.0439 

廳局歷練 0.0444* 0.0257 

當地歷練 0.0018 0.0177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 0.0172 0.0136 

國家經濟技術園區 0.1418 0.3266 

全社會貨運量 -0.0005 0.0012 

全社會鐵路運量 -0.0031 0.0167 

外資直接投資成長率 -0.0005 0.0015 

勞動力成長率 -0.0330** 0.0140 

工業成長率 -0.0151 0.0108 

經濟區域(與中部比較)   

  東部 1.3139*** 0.3833 

  東北 -0.3203 0.4101 

  西部 0.5948 0.5483 

基本固定資產投資自籌成長率 0.0005 0.0061 

   

F 值 3.58  

R
2
 0.7225  

Adjusted R
2
 0.5207  

N 62  
*
p<.1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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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為廳局級歷練年數較長之省（市）委書記政治關係情形──，1994 年

時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因歸屬與元老派而與喬石存有特殊政治關係；福建省委書

記賈慶林與江澤民同樣曾在一機部共事過，江澤民在 1962 至 1980 年間歷任有一

機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一機部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代理黨委書

記，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局長，而賈慶林則在 1971 至 1978 年間擔任第一機械

工業部辦公廳政策研究室技術員、第一機械工業部産品管理局副局長，兩者具有

政治關係。 

1999 年時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與江澤民曾為同事，具特殊政治關係；江蘇

省委書記陳煥友與寧夏自治區委書記毛如柏分別與江澤民在出生地與成長地一

致，存有特殊政治關係；安徽省委書記與江澤民為姻親，具特殊政治關係；廣東

省委書記李長春則有相關文獻與新聞佐證兩者在背景上有相關，李長春為江澤民

刻意扶持對象之一，存有特殊政治關係；河北省委書記張立昌則與李瑞環在天津

共事過，李瑞環在天津任職的 8 年間（1981-1989 年），張立昌擔任了冶金工業

局正副局長、經委正副主任、副市長與工業工作委員會書記等，兩者間存有上下

屬之特殊政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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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廳局歷練年數高之省(市)委書記政治關係 

治理省(市) 治理年 省(市)委書記 GDP 成長率 廳局年 

 北  京 

1994 

陳希同 0.9 21 

 天  津 高德占 1.5 19 

 福  建 賈慶林 7.5 21 

 河  南 馬忠臣 1.0 18 

 湖  北 關廣富 0.9 22 

 廣  東 謝非 6.9 39 

 廣  西 趙富林 2.4 28 

 北  京 

1999 

賈慶林 2.0 26 

 天  津 張立昌 1.1 19 

 江  蘇 陳煥友 1.2 18 

 安  徽 回良玉 0.2 22 

 廣  東 李長春 1.2 18 

 寧  夏 毛如柏 0.2 19 

 

而到了 2002 至 2011 年，胡錦濤領導期間，表 11 設定之變項中──有政治

關係、年紀、全社會公路貨運量成長率、全社會鐵路貨運量成長率、工業成長率

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籌成長率等，對 GDP 成長率表現的具影響顯著性。 

在具有政治關係之地方領導人當年 GDP 成長率表現上，與前幾個表結果相

同，都具有顯著影響，再次驗證有政治關係的地方領導人，無論在江澤民或胡錦

濤治理期間，其緊縮年之 GDP 成長率表現會優於其他無政治關係者。 

其次，公路、鐵路貨運量與工業等之成長率對 GDP 成長率開始產生高度顯

著影響。顯示，中國的基礎建設、產業發展設到了 2002 年之後，已經達到一定

的高度、累積足夠的基礎開始能夠對 GDP 成長率造成大幅度的影響。 

年齡部分與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呈現負顯著相關，表示隨年紀越大將有益

於地方 GDP 成長率。這樣的統計結果主要受到中共人事政策──「幹部年輕化」

的影響，對省（市）委書記來說，65 歲為升遷的上限，若 65 歲仍留在正省部一

職，就已底定無法再繼續向上升遷，因此 60 至 64 歲此一區間會相對於 55 至 59

歲更注重 GDP 表現，壓力並逐層遞減；相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亦會特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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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己具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使其擁有較好的 GDP 表現。 

不過統計也同樣呈現，65 歲以上、無升遷壓力之省（市）委書記其在 GDP

成長率的表現是優於其他群體的，看起來似乎與「幹部年輕化」政策相悖。從各

個超過 65 歲仍在位之省（市）市委書記的經濟表現與升遷發展來看，除了經濟

表現不佳者以及 2004 年任天津市委書記的張立昌在 GDP 成長率表現為全國前

10 名為唯一特例外，2009 年任內蒙古區委書記的儲波（GDP 成長率前 10 名）

與遼寧省委書記張文岳（GDP 成長率前 15 名）等，則是未當滿一整年就調任全

國人大擔任常委，調離時兩人同樣為 65 歲，顯示這兩位還是面臨到 65 歲升遷限

制關卡，只不過總使有如此高的 GDP 成長率表現，並無法協助其轉任更重要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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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2-2011 年加入個人能力變因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有關係 1.7697** 0.553 

年紀（65 歲以上） 
 
 

    60~64 歲 -1.5495* 0.7796 

    55~59 歲 -2.3336** 0.7660 

  54 歲以下 -2.8536* 1.0495 

籍貫   

  東北 0.9815 1.2001 

  華東 0.6491 0.7046 

  華中 1.3843 0.8955 

  西北 0.2839 1.0766 

中央歷練 -0.0762 0.0629 

廳局歷練 -0.0666 0.0569 

當地歷練 -0.0429 0.0343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 0.1038** 0.0336 

國家經濟技術園區 -0.1038 0.4930 

全社會貨運量 0.1769*** 0.0376 

全社會鐵路運量 -0.0183 0.0276 

外資直接投資成長率 0.0017 0.0021 

勞動力成長率 -0.0619 0.1273 

工業成長率 0.0397
** 

0.0140 

經濟區域(與中部比較)   

  東部 0.7956 0.9463 

  東北 1.0723 0.9942 

  西部 0.1391 1.0557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籌成長率 -0.0260 0.0252 

   

F 值 4.48  

R
2
 0.7358  

Adjusted R
2
 0.5715  

N 62  
*
p<.1

   **
p<.05  

***
p<.01    

 

第二節 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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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觀察地方 GDP 成長率表現與中央地方領導人間的非正式政治關係是否顯

著相關，無法看出雙方實際上利益互動的情形，且僅憑著與中央領導人間的非正

式政治關係、或被分配到經濟發展好的地方任職等外部因素，就認為足以使這些

地方相較他地區有好的經濟表現，並不符合政治菁英理論中菁英利益交換的假設，

欠缺利益交換的派系關係難以維持且也不利於派系未來發展。 

除了驗證中央與地方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政治關係，會對地方 GDP 成長率

產生顯著影響外。還需要加入觀察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如何互動，以維持雙方非

正式關係的穩定，來達到派系的存續及發展。 

從前面表 4、5 等皆可看到在緊縮年時，地方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對

於 GDP 成長率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由下圖 6 長期動態觀察 1992 到 2011 年全國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之波動亦同樣與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具有五年一循環

之一致性。例如在換屆第三年對照為政治經濟飲泣循環之緊縮年，而除 2009 面

臨金融海嘯壓力外，其餘年度成長率都呈現下滑趨勢，因此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

長率可以作為檢驗中央政治局常委支持有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的地方 GDP

成長率所使用之政策工具，並進一步從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佔全國比例之成長

率切入，觀察中央給予這些具有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地方多少資源、又透過什麼方

式支援、不同的政治局常委使用的工具是否會因為其所掌握的政策工具不同而有

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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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全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1992-2011) 

 

以下將以中央、地方領導人間非正式關係之關係總分作為依變項，分析中央

領導人傾向透過何種方法挹注地方經濟發展，包含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

源（中央預算與貸款）、專項收入等。為配合因中央領導人換屆，分析不同領導

人的支援特色，故以中央領導人作為劃分標準，分別以江澤民（1992-2001）與

胡錦濤（2002-2011）統治期間作為兩個群組加以分析。 

 

一、 江澤民治理時期（1992-2001）：中央資源匱乏期 

表 12 顯示，在 1992 到 2001 年江澤民領導期間，中央傾向透過貸款這項政

策工具，資助地方 GDP 發展。除了顯示出中國的金融體制尚未具有成熟法治化

外，另外則仍處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中央並沒有足夠的資本協助地方發展經濟，

再加上 1995 年施行的《預算法》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得列赤字，但中央預算中

必須的建設投資資金可以來自國內貸款方式籌措，因而出現中央給予和自己有良

好非正式關係的省市領導人貸款，以發展該地經濟，提升其升遷機會。65
 

 

                                                      
65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成長率 60.3 32.2 21.7 12.4 10 11.4 5.57 10.1 13.2 16.5 29.9 26.9 25.7 24.1 24.7 25.4 29.4 2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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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199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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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992-2001 中央挹注非正式政治關係地方領導人資源之相關性分析 

 

關係強烈 

Pearson 係數 顯著性（雙側） 

   

中央預算比例 0.0030
 

1.3989 

貸款比例 0.3399
** 1.4645 

  
 

*為 0.1≤|r|<0.3；**為 0.3≤|r|<0.5；***為 0.5≤|r|<1
66

 

 

表 13 進一步說明中央挹注地方資源不均的現象，以標準平均每一省市應分

配到 3.23%的資源來看，1994、1999 年中央在貸款的分配上，集中給予中央領導

人存在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地方省市，其中又以有無關係為主要影響分配原因，關

係強弱的影響在 1994 年才較為明顯不均。 

 

表 13 1992-2001 中央挹注非正式政治關係地方領導人資源分配比例67
 

           項目 

關係強弱 

1994（12） 1999（16） 

預算 貸款 預算 貸款 

前 5 名 加總 14.30 20.95 11.64 14.95 

平均 2.86 4.19 2.33 2.99 

前 10 名 加總 41.49 34.9 38.4 38.4 

平均 3.46 3.49 3.09 3.84 

有關係 加總 14.30 42.57 43.57 64.7 

平均 2.86 3.55 2.72 3.59 

 

在表 14與表15為分析不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傾向使用哪些政策工具支援地

方經濟發展。其中，越靠近經濟治理權力核心之中央領導人，越傾向使用貸款方

式支援與自己有政治關係的地方省委書記，且貸款此項政策工具明顯掌握在總書

記手中，甚至導致其他可以影響經濟之長尾使用該工具之係數出現負值。而總書

記與總理採取使用這項政策工具，可分為外部經濟限制與內部政治環境，就外部

                                                      
66

 0.1≤|r|<0.3為低度相關；0.3≤|r|<0.5為中度相關；0.5≤|r|<1為高度相關。 
67

 紅色粗體字表示超過標準平均值。標準平均值是以 100%除以中國 31 個省市，所得之 3.23%

作為劃分依據，超過此值表示該地方所擁有的資源是已經緊縮其他地區之國家分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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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中國中央在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陷入財政危機，不僅先天因過

去經濟發展策略導致中央本身既有財政不足，再加上中央與地方財政比例嚴重失

衡，形成弱中央狀態此時正處在資金匱乏時代，若中央想要支援地方發展經濟，

必須先仰賴像是貸款這類的財政工具；對內部政治環境來說，江澤民上任初期

（1992-1997 年）政權尚未穩定，尚需與老人政治對抗，對整體政府財政體系，

尤其是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力是不足的。68表 14 同樣證明江澤民在內部政治環境

中對財政控制、預算分配之力道有限，因該政策工具主要掌握在其他可影響經濟

之政治局常委手上，如老人政治的委託李瑞環、胡錦濤等，傾向使用預算方式支

援與自己具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發展地方經濟。 

 

表 14  預算佔全國比例與政治資源多寡之迴歸分析(1992-2001)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其他常委 0.9583
 

2.6440 

其他可影響經濟常委 2.1133
*
 1.1865 

掌管經濟、未來總書記總理 1.0783
 2.2755 

總書記、總理 0.9878 0.206 

  
 

F 值   0.99  

R
2
 0.0648  

Adjusted R
2
 0.0008  

N 63  

*
p<.1

   **
p<.05  

***
p<.01 

 

 

 

 

 

 

 

                                                      
68

 中共中央在 1992 年即施行《預算法》，然直到第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1995 年時，江澤民再

次提出要求各級政府嚴格執行預算法，維護中央和地方預算的嚴肅性，強化預算約束等言論，顯

示中央此時就對地方財政之控制力仍有限。參見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京閉幕，人民網（1995

年 3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9594.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95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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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貸款佔全國比例與政治資源多寡之迴歸分析(1992-2001)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其他常委 0.4370
 

2.1135 

其他可影響經濟常委 -0.8514 0.9485 

掌管經濟、未來總書記總理 0.7696
 0.7837 

總書記、總理 1.0533
* 0.6170 

  
 

F 值   1.39  

R
2
 0.0888  

Adjusted R
2
 0.0249  

N 63  

*
p<.1

   **
p<.05  

***
p<.01 

 

 

二、 胡錦濤治理期間（2002-2011）：中央過剩資本累積期69
 

在 2002 至 2011 年胡錦濤統治期間，受到經濟長期高成長、民間儲蓄率高、

升遷考核項目改變、及 2002 年財稅改革的影響，中國進入「過剩資本累積時期」。

中央協助與自己有良好政治關係地方發展經濟的政策工具也出現改變，70從過去

的貸款手段，被專項支出取而代之。（請參照表 16） 

 

 

 

 

 

                                                      
69

 有關中國是否已進入「中央過剩資本累積期」，官方文件多已認同中國進入資本過剩期，惟就

何時進入資本過剩期目前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以領導人作為劃分依據以2003年當作分水嶺，

一說是 2005 年，另一說則是 2009 年金融危機之後。參見如何擺脫「資本過剩經濟」是中國一

大課題，Nippon.com(2013 年 1 月 10 日)，梶谷懷；資本過剩時代的金融開放策略，中國經濟時

報(2006 年 4 月 10 日)，徐洪才；，中國是否已經出現了資本過剩？中銀研究，第 13 期(總第 121

期)，2015，梁婧。 
70

 從 GDP 錦標賽到二元競爭：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變遷的邏輯─基於 1998-2006 年中國省級面板

數據的實證研究，公共管理學報，第九卷，第一期，2012，唐睿、劉紅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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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02-2011 中央挹注非正式關係地方領導人資源之迴歸分析 

 

關係強烈 

Pearson 係數 顯著性（雙側） 

   

中央預算比例 -0.0934
 

0.4705 

貸款比例 0.0848
 0.5121 

專項收入比例 0.2561
* 0.0132 

  
 

*為 0.1≤|r|<0.3；**為 0.3≤|r|<0.5；***為 0.5≤|r|<1
71

 

 

在胡錦濤統治期間，因政治局常委間的競爭、對立增加，政局不穩，中央資

源分配又更顯得不均（請參照表 17）。且中央此時期採取的是政府財政資源重分

配方式給予，而非江澤民時期以貸款作為政策工具，且已「專項收入」作為主要

手段。此外，此時期的關係強弱，亦會影響中央資源分配的狀況，尤其與中央關

係良好的前 10 名，其所能分配到的資源遠多於其他地區。 

 

表 17 中央挹注非正式政治關係地方領導人資源分配比例(2002-2011)
72

 

        項目 

關係強弱 

2004(22) 2009(24) 

預算 貸款 專項收入 預算 貸款 專項收入 

前 5 名 
加總 13.76 16.87 19.68 27.03 18.99 18.61 

平均 2.75 3.37 3.94 5.41 3.8 3.72 

前 10 名 
加總 27.67 38 43.33 43.58 32.46 28.13 

平均 2.77 3.8 4.33 4.36 3.25 2.81 

有關係 
加總 70.96 86.37 86.08 81.53 81.7 80.19 

平均 3.23 3.93 3.91 3.4 3.4 3.34 

 

 

隨著中央掌握財政分配的權力升高，以及經濟高度發展致使稅收增加，中國

進入中央過剩資本累積期，主要能掌握、影響經濟分配的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傾向使用專項支出方式，支援與自己有政治關係之地方省委書記。（請參照表 18）

使用專項支出這項政策工具，不僅單純是中央進入過剩資本累積期，更重要的是

                                                      
71

 0.1≤|r|<0.3為低度相關；0.3≤|r|<0.5為中度相關；0.5≤|r|<1為高度相關。 
72

 紅色粗體字表示超過標準平均值。標準平均值是以 100%除以中國 31 個省市，所得之 3.23%

作為劃分依據，超過此值表示該地方所擁有的資源是已經緊縮其他地區之國家分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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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政策工具含具有互惠式功能，一方面可以促進地方 GDP 成長率提高增加晉

升機會，另一方面則可以貫徹中央重要政策方針鞏固中央統治穩定與正當性。 

而貸款支援此項政策工具，到了胡錦濤時代就失去其顯著影響力，且從表

19 來看，也不為第一層掌控經濟權力最強的總書記與總理所使用，反而成為第

二層掌管經濟、未來總書記總理所使用，例如主掌金融常委黃菊（2002-2007 年），

2004 年的平均 3.93%是高於 2009 年的 3.4%。 

 

 

表 18  專項收入佔全國比例與政治資源多寡之迴歸分析(2002-2011)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其他常委 1.4793 1.0976 

其他可影響經濟常委 -0.0009 0.6969 

掌管經濟、未來總書記總理 2.6968** 0.9985 

總書記、總理 2.2348*** 0.7626 

  
 

F 值   3.45  

R
2
 0.2354  

Adjusted R
2
 0.1672  

N 62  

*
p<.1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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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貸款佔全國比例與政治資源多寡之迴歸分析(2002-2011) 

變項 係數 標準誤 

   

其他常委 8.5736 10.1147 

其他可影響經濟常委 7.5166 9.6819 

掌管經濟、未來總書記總理 16.9725* 9.3441 

總書記、總理 -13.5905 20.0542 

  
 

F 值   1.26  

R
2
 0.1010  

Adjusted R
2
 0.0207  

N 62  

*
p<.1

   **
p<.05  

***
p<.01 

 

 
 

第三節 小結 

下表為前兩節分析之整理出各項自變因對地方當年度 GDP 成長率表現之影

響，依照領導人的差異區分為三個部分：江澤民領導下之 1992 至 2001 年、胡錦

濤領導下之 2002 至 2011 年、與通篇文章採用之 1992 至 2011 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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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各項因素對地方當年 GDP 成長率表現的影響 

變項 1992-2001 變項 2002-2011 變項 1992-2011 

有關係 + 有關係 + 有關係 + 

年紀 - 年紀 + 年紀 - 

籍貫 + 籍貫 + 籍貫 - 

中央歷練 - 中央歷練 - 中央歷練 - 

廳局歷練 + 廳局歷練 - 廳局歷練 - 

當地歷練 - 當地歷練 - 當地歷練 - 

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成長率 
+ 

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成長率 
+ 

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成長率 
+ 

國家經濟技術

園區 
- 

國家經濟技術

園區 
- 

國家經濟技術

園區 
- 

全社會公路貨

運量成長率 
- 

全社會公路貨

運量成長率 
+ 

全社會公路貨

運量成長率 
- 

全社會鐵路運

量成長率 
- 

全社會鐵路運

量成長率 
- 

全社會鐵路運

量成長率 
- 

外資直接投資

成長率 
- 

外資直接投資

成長率 
- 

外資直接投資

成長率 
- 

勞動力成長率 + 勞動力成長率 - 勞動力成長率 - 

工業成長率 - 工業成長率 + 工業成長率 - 

經濟區域 + 經濟區域 - 經濟區域 + 

基本固定資產

投資自籌成長

率 

- 

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自籌成

長率 

- 關係強烈 + 

 

從表 20 的整理，歸類重點如下─ 

一、 有政治關係始終具顯著影響，且關係強烈影響同樣顯著 

無論在江澤民執政的1992到2001年、或是胡錦濤領導的2002到2011年間、

甚至是橫跨整個 20 年間，省（市）委書記是否與中央政治局常委間具有政治關

係對於地方當年度 GDP 成長率的表現，相較其他省市來的更高，兩者間具有顯

著影響。 

進一步加入關係人、何種關係、文獻支持程度等加權而得雙方政治關係之強

烈程度，可以發現隨著雙方關係越強烈，使地方的 GDP 成長率之表現高於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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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不強之省市。且雙方關係強烈程度，又會比有政治關係變因，對地方 GDP

成長率產生同樣具有顯著影響。 

 

二、 隨著外環境變動，其他變因對 GDP 成長率表現產生影響 

從整體 1992 到 2011 年間，有政治關係、政治關係強烈、經濟區域與全社會

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同樣都對 GDP 成長率造成顯著影響。 

不過比較江澤民（1992-2001 年）與胡錦濤（2002-2011 年）兩個先後領導

人治理時期，可以看出除了政治關係外，地方省委書記之年紀、全社會公路貨運

量成長開始產生顯著影響，經濟區域則是顯著性則是消失。造成這些改變的主要

原因，與中國本身的經濟與制度環境變動有關。 

首先，年紀部分受到「幹部年輕化」人事制度改革成熟化的影響，到了胡錦

濤治理時期出現省（市）委書記的年紀對 GDP 成長率表現具有顯著影響，且因

年紀越長受到的升遷壓力越大，導致越年紀越長其 GDP 表現就越好。其次，隨

著中國基礎建設的完善，讓工業與公路建設累積足夠的基礎能夠影響經濟表現，

工業成長率與全社會公路貨運量成長率開始對 GDP 成長率產生正向顯著影響。 

顯著性出現消失的勞動力成長率與經濟區域部分，則主要與中央開始全國、

全面性開始大力發展經濟，尤其鎖定落後省（市）為主要發展對象有關。隨著中

央大型發展落後地區之計劃支援下，再加上沿海工資等經營成本上升影響下，廠

商開始內移，尤其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看不見的影響勞動力流出開始快速減

少，東部沿海地區已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同樣的，隨著中央政策與廠商的移動，

原本落後的西部、東北、中部等地區開始發展，經濟區域對 GDP 表現造成的顯

著影響開始減弱。 

 

三、 兩年 GDP 成長率差距作為依變項下，有政治關係同樣仍

具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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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關係不僅會讓當年度的該地 GDP 表現會較佳，遇到緊縮年時，此些地

方的 GDP 也相對其他缺乏非正式政治關係支持省市，出現相較前一年仍高度成

長、或下滑幅度小等之情況。緊縮前後正值中共地方領導人換屆，GDP 的發展

情況必須排除因地方領導人換屆、非正式政治關係改變等因素的干擾。不過，有

政治關係與政治關係強烈對地方當年 GDP 表現具高度影響力，但有政治關係支

持地方之 GDP 表現仍無法完全脫離既有政治經濟景氣的循環，省市與 GDP 差距

表現之顯著性，會隨著緊縮年而使影響之顯著性下降。 

進一步來說，政治關係與關係強烈度對地方當年 GDP 表現、前後年 GDP 差

表現的顯著影響性，都部分反駁了原本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認為經濟緊縮

年各地經濟會集體出現下滑的現象，也就是說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不會是一個一體

適用於全部地方的全面性理論，經濟循環表現還會受到內部政治菁英互動情形的

干擾。 

 

四、 地方 GDP成長率表現佳，不僅需要地方領導個人的努力，

還需要中央經濟上的支援 

具有非正式政治關係的省市，之所以可以突破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的束縛，仰

賴的不僅僅在於中央對於這些省市 GDP 表現的放寬，中央領導人對於該給予特

殊地方的經濟發展支持更是不遺餘力，使用的手段像是給予預算、貸款或專項支

援等。 

其中又因領導人的不同、政治環境的改變而有所差異，例如：在 1992 到 2001

年間，江澤民傾向使用貸款手段，這是受到金融制度未完備，以及中央缺乏足夠

資金的環境因素影響；而 2002至 2011年的胡錦濤期間，因進入中央資產剩餘期，

再加上制度面對地方政府貸款的限制，中央轉而傾向使用財政尤其是專項支出的

部分支持有政治關係之地方發展。數據也發現，到了胡錦濤時期，面對派系對立

白熱化、中央權力與資源上升，中央對於有政治關係者的資源分配，相較於江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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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時期更顯不公，尤其是鎖定第 5 至 10 名地方發展的大力支持。 

不過，有政治關係之地方 GDP 成長率之所以表現佳，並不僅僅仰賴中央的

支援，地方省委書記的個人能力也相當重要。無論在江澤民還是胡錦濤時代，地

方固定資產投資中自籌經費之成長率，始終對地方 GDP 表現具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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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重新解讀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 

 

一、 「誰」創造了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政治經濟景

氣循環的重新建構 

過去，學者研究傾向將中央與地方直接分割、分別討論處理雙方間的互動關

係，認為政治經濟景氣是一個人人皆有獎、一視同仁的固定循環，而忽略了兩群

體並非垂直對立，雙方互動其實還隱含著平行、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干擾。 

從第四章的實證分析結果，確實驗證出，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受到政治

菁英間政治關係連結與否、連結強烈之影響。其中關係強烈程度也相對於有無關

係對於 GDP 表現的影響更為顯著。 

雖然具有政治關係之地方政治菁英，會使地方在緊縮年時擁有較好的 GDP

表現，但從與前一年的差距來看，部分地區仍會有一定程度的下滑，這表現在政

治關係對 GDP 差距顯著性下滑部分。 

只是，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之間有無政治關係、關係強弱等，也都還是屬於

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的部分，這個循環影響與宏觀層次的表現是不同的。因此，

在觀察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不僅僅單純考慮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間垂

直、相互隸屬牽制的關係。循環現象之建立，還應考慮入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間

的派系關係，包含菁英間有無關係、關係強烈等。 

因此發展自西方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或是過去傳統討論中國的政治經

濟景氣循環理論都無法完全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狀，筆者認為必須再

加入考量中國既有的政治菁英互動理論─如派系（非正式政治關係）、晉升錦標

賽等。亦即是真實的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並不只是建立在外部央地政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菁英之「互惠式課責」關係，有關內部央地政治菁英之「非正式政治關係」更是

其中缺一不可的變因。 

 

二、 中央政治菁英支援下的中國新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既然新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需要再加入「非正式政治關係」，在討論

非正式政治關係如何影響地方經濟表現時，也不能忽略非正式政治關係背後所隱

含著的利益交換──中央政治菁英以政策工具支援有政治關係者發展地方經濟

來換得地方政治菁英繼續忠心支持，進而也協助地方政治菁英取得升遷機會，回

頭鞏固整個派系之穩固發展。 

中央政治菁英使用來的支援地方政治菁英發展經濟的手段，因受制於政治、

經濟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江澤民時期，在中央經費不足之限制下，選

擇使用貸款支援具政治關係的地方領導人；到了胡錦濤時期，由於中央財政充足，

就改採財政方式直接支援。此外，各個中央政治菁英因為能掌握到的政策工具及

程度不同，因此在支援方式上也會有所差別。 

 

第二節 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 

 

一、 領導繼承制度成熟化後：以十年而非五年為單位 

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是否如同過去學者觀察所得，以五年為單位，固定

循環？筆者認為隨著中國領導繼承制度的成熟化後，領導繼承過程已經固定已十

年為單位，而每五年為一輪的「黨代表大會週期」也將臨挑戰。而是以總書記、

總理完整十年的任期資歷為週期，逐漸出現五年小循環、十年大循環的常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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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可以觀察到下一任的總書記、總理與第二任的總書記、總理間對於具有政

治關係地方的干擾情形。 

若要假設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以十年而非五年為單位時，須注意江澤民於

1989年就已提前就任總書記一職，是否影響以十年為循環單位之解釋？從1989、

1990 與 1991 這三年的 GDP 成長率來看，分別是 4.9、3.9 及 9.3，其中 1989 與

1990 兩年受到天安門事件影響，中國經濟嚴重下滑，而新繼任的江澤民及、宋

平、李瑞環等政治局常委，面對嚴峻的政治情勢也難以透過經濟手段鞏固個人派

系之穩固及發展。因此，江澤民提前就任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中─以

十年為單位這部分之假設影響並不大。 

縱使本研究寫作時間包含入兩任完整的總書記總理任期，不過因為受限統計

制度持續變動造成數據缺乏，以至於只能繼續以 5 年為一輪的角度出發，無法以

這個角度切入進行完整研究。 

 

 
圖 7  1992-2011 年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一) 小換屆（未更換總書記、總理）隔年起 GDP 成長率會下降，到了

五年計畫發布前一年（三中全會後一年）到達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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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更換總書記、總理之換屆年，通常政治菁英間的鬥爭較不嚴重，權力交替

也相對順利。在此類換屆時，GDP 成長率會迅速下滑，例如：1993、1998、2008

等 3 年。到了五年計畫前一年（三中全會後一年）當年，GDP 成長率正式跌到 5

年中的最低點，中央權力穩固也宣告達到最高點。 

(二) 大換屆（更換總書記、總理）GDP 成長率會先成長，直到三中全

會召開 GDP 成長率才下滑或趨緩： 

三中全會象徵的是中央領導人權力的穩固，在大換屆時，總書記、總理為新

任權力並不穩固，因此需要透過放寬 GDP 成長率、支援地方經濟發展，獲得支

持後，才能收緊經濟。不過，若該屆中央權力交替不順利、鬥爭嚴重時，中央的

年成長率會延遲到穩定後才下滑，例如十六大時，江澤民未完全交接權力與胡錦

濤，故該屆直到江澤民於 2003 年交出軍委主席之隔年，中央年成長率才下滑。 

(三) 大換屆時，前一屆的五年計畫後，GDP 成長率開始持續成長： 

在大換屆前，由於面臨權力上總書記、總理即將交接，也需要更替多數的政

治局常委，政治間鬥爭開始惡化，各方為鞏固自己派系的穩固，紛紛選擇激勵地

方經濟發展提升自己派系者的政績以利其升遷、或拉攏中間派系，維護、壯大派

系力量。 

二、 非政治關係繼續干擾 

隨著領導繼承制度的成熟化、以及改革開放促使職業走向多元化後，中國原

有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包含其內部的政治關係干擾仍會繼續維持，這是因為在

中共一黨專政架構下，官員之人事制度難以脫離封閉體制，且在資源有限、中共

掌握資源分配權下，政治領域仍是中國一個持續高度競爭的場域，政治菁英間會

持續分裂成各派系，並藉機鞏固、壯大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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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 

在習近平 2012 年接任以來，中國的 GDP 成長率在 2012、2013 兩年出現持

平發展現象，直至 2014 年才開始出現下滑（成長率為 7.4％）基本符合過去中國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象─到任期的第 3 年（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年）經濟開始出現

下滑之假設。 

不過，從政治經濟景氣循環及相關新聞可以發現，習近平的政權相對胡錦濤

第一次就任時代穩固的多，因為習近平不須在就任後兩年大力放寬地方經濟發展，

即可取得地方政治菁英的支持。 

從非正式政治關係來看，各省市 GDP 成長率 2013 年相較於 2012 年多屬下

滑，其中僅上海、浙江、廣東、海南、西藏等 5 個地方為上升，上海部分由韓正

主政可連接至俞正聲屬江澤民人馬、浙江為夏寶龍曾與習近平在浙江共事過、廣

東為胡春華屬團派有李克強支持、西藏為陳全國與李克強在河南省曾共事過。顯

示，這些與中央領導人有非正式政治關係之省市，可以在經濟開始緊縮時，仍維

持一定之成長。 

而值得觀察的是 2015 年為習近平任內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施行，依照其目前

政策目標，中國 GDP 成長率應維持現階段約 7.5%左右的成長率，惟又因 2017

年又將再推出惟來繼任之總書記與總理人選入常，中國 GDP 是否繼續穩定維持

在 7.5%上下仍有疑慮。 

總的來說，習近平繼任所占顯現的統治強制力相對於前兩任書記更為強烈，

在其治理期間，若仍維持穩增長的政策，則 GDP 成長率預料將不至於出現前兩

任領導人在任期間大幅度的經濟成長，不過仍可能存在以中央 GDP 成長率為基

準下，上下小幅度的經濟循環現象；而可以肯定的是，「派系關係」仍會繼續成

為重要影響因素，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的特例省市也將繼續出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4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Arnold J. Toynbee 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臺北：遠流，1984 年）。 

王世磊、張軍，「中國地方官員為什麼要改善基礎設施？」，經濟學季刊（北京），

第 7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383~398。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文化，1995 年）。 

王鼎銘，「政治與經濟間的交錯：政治景氣循環理論的發展評析」，公共行政學報，

第 20 期（2006 年 9 月），頁 161~172。 

王鼎銘、詹富堯，「台灣地方財政的政治景氣循環分析：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

型的估算比較」，台灣政治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63~100。 

李勇，「體制性波動、市場性波動與經濟週期」，南方經濟（廣東），第 7 期（2010

年），頁 72~82。 

李猛、沈坤榮，「地方政府行為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北京），第

12 期（2010 年），頁 35~47。 

沈立人、戴園晨，「我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經濟研究（北京），

第 3 期（1990 年 3 月），頁 12~19。 

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第 7 期（2007 

年 7 月），頁 36~50。 

＿＿＿＿＿＿，「中國地方官員為什麼要改善基礎設施？─一個關於官員激勵機

制的模型」，經濟學（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08 年 1 月），頁 383~393。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複建

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經濟研究（北京），第 6 期（2004 年），頁 33~40。 

林南、陳志柔、傅仰止等，「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台灣、美國、中國大陸三

地比較」，臺灣社會學刊，第 45 期(2010 年 12 月)，頁 117-162。 

胡鞍鋼，「中國經濟波動報告」，中外管理導報（北京），第 2 期（1995 年），頁

12~17。 

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高素英、王競、金浩，「我國經濟波動週期的測算與檢驗」，南開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3 期（2004 年），頁 119~124。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7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1~28。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

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4 期（2007 年 10 月），頁 49~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張軍、周黎安編，為增長而競爭─中國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 年）。 

張軍、高遠、傅勇、張弘，「中國為什麼擁有了良好的基礎設施？」，經濟研究（北

京），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4~19。 

許禎元，「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驟與在政治學領域的應用」，師大政治學論叢，第

1 期（2003 年 8 月），頁 1~29。 

郭慶旺、賈慶雪，「地方政府行為、投資衝動與宏觀經濟穩定」，管理世界（北京），

第 5 期（2006 年），頁 27~33。 

郭慶旺、趙旭傑，「地方政府投資競爭與經濟週期波動」，世界經濟（北京），第

5 期（2012 年），第 3~21 頁。 

陳華昇，「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與派系衝突之分析（1949~1975 年）」，中國

大陸研究，地 51 卷第 3 期， 

陶儀芬，「政治權力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行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濟

景氣循環』」，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年 5、6 月），頁 77~101。 

彭懷恩、韓培爾編著，社會研究法 Q&A（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12 年）。 

黃宗昊，「左右共治 vs.藍綠共治─法國與台灣共治與否的賽局分析」，問題與研究，

第 51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87~127。 

銀溫泉、才婉如，「我國地方市場分割的成因和對策」，經濟研究（北京），第 6 期

（2001 年 6 月），頁 3~12。 

劉瑞明，「晉升激勵、宏觀調控與經濟週期：一個政治經濟學框架」，南開經濟研

究（天津），第 5 期（2007 年 5 月），頁 19~31。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的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學

論叢，第 44 期（2010 年 6 月），頁 105~144。 

英文部分 

Alt, James E. andChrystal,K. Alec.Political Economic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Bowers,J. W. “Content Analysis,” in P. Emmert and W. Brooks eds., Methods of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Boston: Hougton Miffinco Press, 1970). 

Guo, Sujian.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 (Westport, 

Comm.: Praeger, 2000). 

Kerlinger, Fred N.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 CBS Publishing 

Japan, 1986). 

Li, Cheng. “Political Localism Versus Institution Restrains: Elite Recruitment in the 

Jiang Era,” in Barry J. Naughton and Dali L. Yang, Holding China Together: 

Integration in Post-Deng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9-6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Li,Cheng.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February 2001). 

MacFarquhar,Roderick.The Original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ersson, T. and Tabellini,G.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onstitutions: What do the data 

say?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0). 

Przeworski, Adam and Teune, Harry.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Behavioral Science(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0). 

Roeder,Philip G.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ambaugh,Davi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omonk: N.Y.: M.E. 

Sharpe, 1993). 

Shirk,Susan L.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lesina, Alberto.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a Two-Party System as a Repeated 

Ga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2, No.3 (August 1987), 

pp.651~678. 

Brender, Adi and Drazen, Allan.“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New Versus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2, No.7 (October 2005), 

pp.1271~1295. 

＿＿＿＿＿＿＿＿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 No.5 (December 2008), pp.2203~2220.   

Bunce, Valerie Jane.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Soviet 

Republ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1, No. 4 (July 1979), pp. 379~401. 

＿＿＿＿＿＿＿＿.“The Succession Connection: Policy Cycl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74, No.4 (December 1980), pp. 966~977. 

Dittmer, Lowell and Wu,Yu-Shan.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y, 1995), pp.467~494. 

Dittmer,Lowell.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34(July 1995), 

pp.1~34. 

Hibbs, Douglas.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4 (December 1977), pp.1467~1487.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October 1992）, pp. 99~126. 

Jin,Hehui,Qian, Yingyi and Weingast,Barry R.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7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9-10 (September 2005), pp. 1719~1742. 

Kroth,Verena.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a 

Dominant Party Framewor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6 (November 2012), 

pp.1~51. 

Lijphart,Are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September 1971), pp.682~693. 

Lin, Justin Yifu andLiu, Zhiqia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Vol. 49, No. 1 (October 

2000), pp. 1~21. 

Nathan,Andrew.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uary 1973), pp.33~66. 

Pye, Lucain W. “Generation Politics in a Gerontocracy: The Chinese Succession 

Problem,” Current Scene, Vol. 14, No.4 (October 1963), pp.509~522. 

Qian, Yingyi andRoland, Gerar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5（December 1998）, pp. 1143~1162. 

Rogoff,K. “Equilibrium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1 (March 1990), pp.21~36. 

Schultz, Kenneth A.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25(January 1995), pp.79-99. 

Shih,Victor. “Factions matter: personal network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ank loa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38 (February 2004), 

pp.3~19. 

Shih, Victor,Adolph, Christopher and Liu,Migxing.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1 (February 2012), 

pp.166~187. 

Teiwes, Frederick C. “The Purge of Provincial Leaders 1957-1958,” The China 

Quarterly, No.27(July-September 1966), pp.14~32. 

Tsou, Tang.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 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anuary 1995), pp.95~156. 

Walder,Andrew G.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September 1995）, pp. 263~301. 

William D. Nordhau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42, No.2 (April 1975), pp.169~19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網路資源 

「重視環保的官員因和升遷難？」，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 年 4 月 15 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415/cc15wangqiang/。 

Shi, Min and Svensson, Jakob.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002).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202.8595&rep=rep1&t

ype=pdf. 

Wu,Jing, Deng, Yongheng and Huang,Jun.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s (February 2013), 

http://www.nber.org/papers/w18754. 

 


